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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有關《起信論》的真偽之爭及評價 
（包蕾） 

 
摘要： 

這篇文章主要是圍繞著民國時期有關《起信論》的真偽之爭展開的，簡要介紹了《起

信論》的主要思想，中國古代以及近代日本對《起信論》之爭的源頭，詳細分析並論述

了民國論戰的三個階段及雙方對峙的焦點，真如、熏習、種子、五法和三性、體用關係、

遮詮表詮等問題。筆者認為，圍繞著「真如」，就必然談到體用的問題，由此牽涉到「真

如」、「正智」、「圓成實」的含義，亦即對「五法」、「三性」的理解，從而又回到「真如」

是遮詮還是表詮的問題上；當講到真妄互熏的問題，就涉及到「熏習」是不是要立有漏

無漏種子，也就牽扯到「緣生」的問題上，究竟是因緣緣生，等無間緣，增上緣等等，

但核心還是在對真如含義的理解以及「一心」中染淨如何並立的問題上。在此基礎上，

筆者提出自己的觀點，即應當跳出以往對《起信論》真偽的執著，而是把它作為民國時

期的一個「事件」來看待，由此認定參加論戰各方的「對話」乃是非與價值判斷形成的

二元矩陣，這一矩陣的特點是是非判斷和價值判斷本身並不能統一，對《起信論》持假

的一方（中國撰述說）可以肯定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同樣，認定其為真的一方（即印

度撰述說）的也未必認可其本身的思想，但還有些人則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和目的堅定的

將是非與價值劃定在同等的範圍上，真則有價值，假則須批判。筆者對為何會產生這一

現象的原因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認為除了各方立場與目的的不同和民國時期特殊的社

會背景使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佛教歷史源流問題，即佛教史上對於佛性問題以及判教

理論的延續。同時，筆者對在新世紀的佛學研究中所持的態度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應該

更尊崇古人的觀點而不是今人的眼光去架構歷史，在證據並不完全充分的情況，以更客

觀的態度而不是疑古的心態去對待事實，在此前提下，《起信論》真偽的問題可以做出

與主流觀點不一樣的解讀。 

 

關鍵字：  起信論； 是非與價值； 真如； 熏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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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about a debate, happen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a Sutra called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Doctrine.  

It tells us the main idea of this book, the source of this debate in both Ancient China and 

Modern Japan briefly, and then analyzes three stages of the debate in Republic of China and 

finds the focus of each stage, like bhūtatathatā, perfume ect. The author thinks it must relate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when come to bhūtatathatā, that also a problem of 

‘pañcadharma’ and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nature of a thing’；and the core issue of 

perfume i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bhūtatathatā, and if good and evil can both exist in 

the one original.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er own view that we should treat this 

debate as an event instead of discussing the truth and false about the book or its author 

endless. From this perspective, she believes that the dialogue and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of 

the parties, form a strange Binary Matrix of Value judgments and True or Fake Judgments. 

Further mo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first of all is the 

different position of views, and second is the background,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may b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ssue on Buddha-nature and Divis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in her 

opin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Buddhist studies should be more objective 

instead of questioning the past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premise, the conclusion on authenticity 

of Awakening of Faith may be left with the mainstream views.  

 
 
KEY WORDS: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Doctrine；Binary Matrix；bhūtatathatā；

perf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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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有關《起信論》的真偽之爭及評價 

 

一、引言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幾十年的，對於中國歷史，無疑是充滿混亂而又極富韻味的一段

時光，新舊交替，社會動盪，一切在崩潰，一切又在創生。于當世人而言，「乃值歷史

上前所未有之一大變動時代……有關文化傳統之思想、觀點方面，搖撼震盪，紛歧錯雜，

更為前世所未見。」1在後人看來，因為「世界主義理想和民族主義情感在學術上的衝突」，

使得學界同時有著「融入世界潮流和恪守民族本位」2的心結與焦慮。在這樣的背景下，

爭論是必然的，衝突也時有發生，尤其是 1920 年前後，中國思想界面臨著不能忽視的

「信仰危機」的問題，舊的已被攪亂，新的未被建立，惶惶然尋求「安身立命」之所，

各種思想的碰撞，無論是東方的或是西方的，科學的哲學的或是宗教的，儒家的或是佛

教的，都不可能再是一家之言，而必定是以「對話」和「回應」的形式呈現出來，形成

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對望。尤其是伴隨西方思想的大量湧入造成的接受東西方不同觀念

的人在對待同一事件時看法本就存在分歧，所以免不了發生思想與價值觀的碰撞。像民

國七年發生在北平城外積水潭的梁濟自沉事件，就在當時北京輿論界引起了不小的騷

動，先後對這一事件做出評論的有陶孟和、陳獨秀、胡適、梁啟超、徐志摩、左舜生等，

因其所處立場和知識背景的不同，價值評判褒貶不一，差別很大。隨後亦有持續了兩年

多的「科玄論戰」，同樣牽涉到了張君勱，梁啟超，陳獨秀，丁文江，吳稚暉等科學主

義、新儒家、唯物史觀等代表人物。可以說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同立

場不同觀點的對話。 

再看當時有關的佛學研究，也是爭論不息3，除本文所述《起信論》之爭外，貫串整

個民國時期甚至影響到 1949 年之後的還有胡適、錢穆等關於《六祖壇經》究竟是慧能

作還是神會作的考辨；梁啟超、胡適、湯用彤、陳垣、呂澂等關於《四十二章經》是否

為中國人偽作，是否為經抄，以及成書年代的爭論；還有延續明清論戰的《牟子理惑論》

真偽辨，參與者有梁啟超、周叔迦、余嘉鍚等。而上述爭論也都或多或少與當時日本學

界的爭論有所牽連，並涉及到有關古代佛教經典的真偽考證，究竟是按思想的發展史還

是按歷史學的考據的問題。單從小範圍看，支那內學院與武漢佛學院的爭論也時有發

生，在《起信論》之爭白熱化的這一年，內院與佛學院尚有史一如和聶耦庚關於因明作

法的爭論，唐慧綸與呂澂關於佛滅年代的辯論，太虛大師與景昌極關於相分有無別種之

諍，隨後更是爭論不斷，以致「惟近十年卒致不通聞問，學侶形之攻難者其氣漸粗」4，

而這在內院建成時恐怕就埋下了伏筆，章太炎在〈支那內學院緣起〉中曾有「自清之際，

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之間」
5之語，而內院簡章第一章總綱第一條就是「本內

                                                        
1 錢穆，<現代中國之思想界>,《錢賓四先生全集》2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11 
2 葛兆光，<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讀《陳寅恪集·書信集》的隨感>，《讀書》，2001(11):頁 60 
3 此處可參見傅教石<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五次大爭辯>一文 
4 太虛，<閱竟無居士近刊>，《海潮音》，22 卷（7） 
5 章太炎，<支那內學院緣起>，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章太炎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5）: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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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以闡揚佛教、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為宗旨」。太虛對此就有不

滿的看法，認為明顯有歧視出家僧侶之嫌，有損佛教佛法僧三寶的基本理念。6 

關於民國時期的《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目前大部分論文或書籍在談到民國時期

佛教復興問題時，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如果是針對《起信論》研究的相關資料，那更

是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從目前整理的情況看，只是中文部分的各家注疏、校釋，以及

專題論文的目錄，就有十頁紙之多，這也足可見古今《起信論》研究之盛。在如此大量

的文獻中理出頭緒已屬不易，更何況欲推陳出新，所以本部分研究綜述所收錄的內容，

僅限於對此次真偽之爭的過程有過詳實記述，以及對此次爭論之意義有過具體評價的文

章，而其他關於《起信論》究竟為真為假，抑或對其義理的探討，均不在此範圍內，近

年來有關《起信論》的研究，讀者可參見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一文。 

從史學的角度，蕭萐父有〈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思想源流〉和〈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

史定位〉二文來談《起信論》。前者是從《起信論》的思想淵源和南北朝的具體背景出

發，認為《起信論》具有總結南北朝時期佛學論爭，為隋唐佛學的創宗立義提供思想的

里程碑式的意義。後一文中，蕭先生則從《起信論》著譯者的真偽，義理的是非，爭論

給我們的啟示三個方面來談《起信論》之爭，認為「正因為展開了嚴肅的爭論，爭論各

方，各有見解，無論是可、是否、是褒、是貶的各種意見，往往相反相因、互斥互補，

總給後來的研究者留下多方面的啟發。」7這就相當於把對某一問題本身的關注引到對這

一問題爭論的意義上來。文中對民國時期的義理之爭給予較高評價，認為其「廣泛涉及

《起信論》思想與印、中佛學發展史的關係，判教理論以及佛學研究方法等領域，從而

提高了研究和論辯的水準。」8並通過這一爭論使得《起信論》「逐步確立了它在佛學發

展的歷史定位」
9。 

杜繼文和高振農二人都對《起信論》的思想有過深入研究並做過注釋10，所以對《起

信論》之爭自然也有著自己的看法。杜繼文在〈大乘起信論述評〉一文中認為，民國時

期的論戰形成了以梁啟超、歐陽漸為代表的否認《起信論》為印度產物的勢力和以章太

炎和太虛為代表的維護《起信論》是印度撰述的勢力，並稱，「近現代對於《起信論》

的重新發現，不論褒者貶者，對它的歷史評價都是極高的」11。雖然歐陽竟無一系與太

虛一系對《起信論》教理價值的評判有很大差別，「但把它（指《起信論》）看做是中國

佛教的基本精神所在，則完全一致」12。高振農在《大乘起信論校釋》序言部分也專門

探討過民國時期真偽問題的爭論，認為太虛是從維護整個中國佛教的角度來維護《起信

                                                        
6 太虛大師<關於支那內學院檔之摘疑>(《海潮音》，1920（1）：商論 7-11)有雲:「予意佛教住持三寶之僧

寶，既在乎出家之眾，而三寶為佛之要素，猶主權、領土、公民之于國家也。」 
7 蕭萐父，<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 蕭萐父，《蕭萐父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5 
8 蕭萐父，〈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蕭萐父，《蕭萐父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7 
9 蕭萐父，〈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蕭萐父，《蕭萐父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2 
10 可參見杜繼文《大乘起信論全譯》，高振農《大乘起信論校釋》 
11 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杜繼文，《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332 
12 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杜繼文，《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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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真偽的爭論「並未影響到它的繼續流行」13，而在其以傅教石為筆名的〈大乘起信

論簡論〉系列之四中，更為詳細的講述了民國時起信論之爭的緣由、發展及後續經過，

亦重申了《起信論》之爭不會妨礙到它在今後佛教流傳過程中的影響的看法。 

葛兆光在〈是非與真偽之間——關於《大乘起信論》爭論的隨想〉一文中，是將民

國時期的《起信論》之爭放入國人歷來混淆的「是非」與「真偽」的框架內，由此判定

歐陽竟無一系與太虛一系的分歧，無非是所處「立場」不同而形成的「執拗」，「歐陽竟

無到底是個居士學者，在他的佛學研究中雖然恪守唯識學畛域的地方，但也較多地體現

了『求真』的歷史學意識……而太虛則是佛門僧侶，在他的佛教生涯裏追求的是『求信』

的宗教家意識」14。在葛兆光看來，正因為有如此求真和求信的鴻溝，反倒使得雙方在

對《起信論》的爭執中所持的觀點，都有可取的地方，又同時有疏漏。從「求真」立場

的說，「歐陽一方分析較對，他們看出了其中體用混淆、缺乏仲介轉換環節的毛病」15，

從「求信」立場來看，「太虛的說法為勝，他彌合了其中的疏漏，替它進行了圓滿的疏

解」16。而在之後的〈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

中，葛兆光又再次重申這一觀點，認為這次爭論的產生是由於「理論的分歧演化為意氣

的爭執，而意氣的爭執中又潛含了立場的互異」17。 

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一文是對百餘年來有關《起信論》研究方

面的綜述性文章，文中在涉及到民國時期的《起信論》之爭時將其分成了兩個階段，前

一階段算是對〈大乘起信論料簡〉的爭論，後一部分是《起信論》與唯識釋的爭論。但

在敍述過程中，主要圍繞著王恩洋與對方論戰時的觀點以及王氏在〈五十自述〉中對這

一爭論的回憶，對於歐陽竟無、太虛、常惺等人的思想，所列不多，頗為扼要，對陳維

東與唐大圓的文章與觀點亦未曾提及。黃夏年在分析了此次論戰的後續發展後認為，「討

論《起信論》真偽與研究它的思想本源是分不開的，而且只有講清楚了《起信論》的思

想來源，才能決定它是否是印度還是中土的問題。」18對於此次爭論，黃夏年給了很高

的評價，認為「《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佛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正

是有了對它的爭論，掀起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首次高潮，並且以至影響了後來的佛學

研究。」19「《起信論》真偽之爭，加深了中國學術界對中國佛教思想，尤其是對中國佛

教哲學的認識」
20。 

 

雖然學界對這一論戰已有如此多的論述，但還是不難發現其中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13 高振農，《大乘起信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2）：序言頁 26 
14 葛兆光，〈是非與真偽之間——20 年代關於《大乘起信論》爭辯的隨想〉， 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19 
15 葛兆光，〈是非與真偽之間——20 年代關於《大乘起信論》爭辯的隨想〉， 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0 
16 葛兆光，〈是非與真偽之間——20 年代關於《大乘起信論》爭辯的隨想〉， 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1 
17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 
18 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普門學報》，2001（6）：頁 8 
19 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普門學報》，2001（6）：頁 1 
20 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普門學報》，2001（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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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關於此次論戰的經過史實不清或敍述不詳。在多篇文章中，關於這一事件的時間先

後順序或多或少有矛盾和錯亂之處，如將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書作為其開端，

忽略了早在 1908 年章太炎即有〈辨大乘起信論真偽〉一文。亦有人將章氏文章與歐陽、

太虛等人羅列在一起，混淆了其文的寫作時間。即便拋開章氏〈辨大乘起信論真偽〉一

文，從時間先後順序上，也是梁氏在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之後，又恰

逢日本學者資料傳入，才著有此書。而在敍述論戰雙方觀點時，有的篇目還將非心的觀

點單獨列出，而未顧及到「非心」乃是太虛大師的筆名，非心與太虛本是一人。以上種

種說明了有關《起信論》之爭有人云亦云之嫌，所以在此將民國時期這一論戰的前因後

果，發生的先後順序，以及論戰多方的人物及觀點梳理清楚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由於此

次爭論延續到 1949 年之後，諸位學者對《大乘起信論》究竟由誰撰述問題的關注遠遠

超過了對這一論戰事實本身的關注，由此有了北地論師21、曇延造22、禪宗先驅23等等猜

想。由於史料的限制，撰述者的問題只能暫時懸隔，而內地學者和臺灣學者因為師承不

同，對這一問題也有明顯的分歧，並不能得出滿意的答案，只是在各持己見，自家說自

家話。這樣討論民國時期起信論之爭時，難免會有情感的成分摻雜其中，重新回到了立

場的分歧與意氣之爭。 

正是因為有上述問題的存在，所以筆者在這裏希望做到的，並不是評論誰是誰非，

而是想把文章的關注點落回到這一事件上面，用較客觀的眼光分析並評論這一論戰。具

體說來，就是把糾結於《起信論》撰述者及義理的探討，轉而成為「起信論真偽之爭」

這樣一個「事件」，將其放回到當時的學術語境和歷史場景之中，重新按照時間的順序

梳理其脈絡，看清其走向，分析其影響，然後再確定它在當時民國佛教復興思潮中的地

位以及對我們當今佛教學術之意義所在。而想要分析「事件」的真相，就不得不對論戰

中諸篇文章有一個詳盡的瞭解，不僅包括其寫作背景及緣由，還有對其義理的解讀。想

要做好這一點是不易的，因為如果單純按照時間的順序泛泛的敍述史實和文章的觀點，

可能會給人研究綜述的感覺或成為某種歷史的東西；而單純的按照義理去解讀，用特定

的邏輯劃分每次爭論的焦點，又可能會被人誤解為「以我之既定的觀點框架去架構諸方

的觀念」，陷入斷章取義的難地。欲克服上述的問題並達成自己的寫作意圖，有以下幾

點說明： 

第一，從基本文獻入手，側重從義理的角度分析，以達成此為中國哲學專業論文之

目的。 

第二，在闡述雙方觀點時，盡可能的引用原文；對基本文獻資料選用，如可能，採

用民國時版本而儘量避免使用後集成的學者全集，主要依據《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中的影印資料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收錄的相關資料。 

第三，擴展論戰之外的資料，如論戰時諸位學者間往來的書信，年譜，回憶錄，以

及同時代未參與論戰的著名佛學家對此的看法，如周叔迦，梁漱溟，陳寅恪，力圖從更

客觀的角度看待此論戰。 

                                                        
21 參見日本望月信亨及村上專精的觀點 
22 參見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 
23 參見高振農《大乘起信論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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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已過，真相再不復可知，更何況以今日之眼光觀昨天之舊事，筆者在這裏一直

想要秉承的信念就是，雖不能言之成理，亦必言之有據。 

 

二、民國時期《起信論》真偽之爭的背景 

（一）起信論真偽之爭的歷史源頭 

《起信論》在中國佛學史上可謂一部奇書，對隋唐以後中國佛學或者說佛學的中國

化影響甚深，雖然其在中國佛學史上地位崇高，也並非沒有質疑的聲音，關於其書作譯

者的質疑，古已有之。 

隋代第一部眾經目錄《法經錄》既將其編入「眾經疑惑部」，並注明「人云真諦譯，

勘真諦錄無此論，故入疑」24。唐初慧均僧正25撰的《四論玄義》又載「《起信》是虜魯

人作借馬鳴菩薩名」（卷五）「起信論一卷人云馬鳴菩薩造，北地諸論師云，非馬鳴造論，

昔日地論師造論藉菩薩名目之，故尋覓翻經目錄中無有也，未知定是否？」（卷十），這

是首次對《起信論》的作者提出疑問，但這一記載並未出現在中國現存《續藏經》中的

《大乘四論玄義》內，而是收於 12 世紀日本人珍海所撰《三論玄義疏文義要》卷二，

賢寶的《寶冊鈔》卷八及湛睿的《起信論決疑鈔》所引之記錄中。在日本，完整記載此

段的《四論玄義》已不可見，現存的版本也無相關記述，所以此為唐代學者的主流觀點

或僅是一家只談也不能定論。此後，晚唐新羅珍嵩作《華嚴經探玄記私記》中稱其是依

據《漸刹經》而偽造的，《漸刹經》就系偽造。其記云：「馬鳴《起信論》一卷，依《漸

刹經》二卷造此論。而道宣師目錄中云：此經是偽經，故依此經之《起信論》，是偽論

也。」古人對此書的作者、譯者的懷疑，在唐以後就很少有人討論了，這可能與資料的

缺失和《起信論》自身地位的提高有關係。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根

本不存在對於《大乘起信論》的真正『懷疑』，備受學者所重視的隋代法經將其列於『疑

惑』部，懷疑的是譯者是否為真諦，而不是說暗示其為中土撰述」26。上述所說種種，

就姑且勉為其難的算作起信論之爭的歷史源頭吧。 

（二）近代日本有關《起信論》撰述說的兩次論戰 

與本文關係比較密切的，則是上世紀初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展開有關《起信

論》中國撰述還是印度撰述的兩次浩浩蕩蕩的大論戰，也正是因為上述古代資料在中國

已佚失，而都存在於日本，也比較容易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 

從國內學者的介紹及搜集到的日文期刊文獻資料27，最早是日本人舟橋一哉，於 1906

年在其著作《俱舍哲學》中首次提出《起信論》為中國撰述說，當時並未引起多大影響。

                                                        
24 法經，《眾經目錄》卷五，《大正藏》(第 55 卷)：頁 142，上 
25 慧均僧正，又雲「均正」，「均僧正」，僧正是唐代地方僧官的名稱。 
26 楊維中，《中國唯識宗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44 
27 以下內容中的文章篇目及出處，參見望月信亨《大乘起信論研究》，《日文佛學期刊總目索引》，呂澂《大

乘起信論考證》，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的相關記載，可以在 CINII，GENII 等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

搜索引擎上查實的，都已恢復日文原始記載，帶﹡為無法查到日文出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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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第一次論戰（1919 年——1922 年）是由望月信亨引起的，他先後發表一系列文章，

〈起信論の作者に就いて〉（明治三十五年一月《宗粹雑誌》所載），〈疑似經と偽妄經〉

（大正六年八月《佛書研究》），〈大乘起信論の作者に關する擬議〉（大正七年一月《宗

教界》所載），〈大乘起信論支那撰述考——羽溪了諦氏の辨駁に答ふ〉（大正八年一月

《宗教界》並《佛書研究》所載），〈三たび起信論支那撰述を論ず〉（大正九年八月《哲

學雜誌》所載），〈起信論と占察經の類同及関係〉（大正九年十一月《佛教學雑誌》所

載），堅持《起信論》中國撰述說，並於 1922 年將這些文章集結成《大乘起信論之研究》

一書。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村上專精，有*〈對於大乘起信論之史的考察〉（大正八年十月

《哲學研究》），*〈四度論大乘起信論之著作問題〉（大正九年九月《哲學研究》），*〈大

乘論〉（大正十年二月《哲學雜誌》），*〈起信論與華嚴經〉（大正十年十一月《哲學研

究》）等文。持反對意見，即認為《起信論》應為印度撰述說的有羽溪了義〈奧義書と

起信論と題する〉（《哲學研究》第三卷第十一號），常盤大定(具體文章不詳)。在這一次

論戰中，因為望月一派的文章較多，又集結成冊出版，表面上看似乎佔據了上風，但隨

後不久又有第二次論戰。 

第二次論戰（1926 年——1929 年）是從 1926 年松本文三郎〈起信論の支那撰述說

に就いて〉（《宗教研究》新三卷四號）一文對望月觀點的批判開始的，松本氏早在之前

就有過*〈起信論考〉（明治四三年五月），*〈起信論後語〉（明治四三年七月），*〈起

信論之譯者與其注疏〉（明治四三年九月，並見《仏典之研究》）等文。望月信亨亦回文

〈松本博士の起信論支那撰述說の批評を読む〉（《宗教研究》新三卷五號）作答，之後

的林屋友次郎（認定印度撰述）〈起信論の成立問題に就いて〉（《宗教研究》新三卷六

號）一文，鈴木宗忠*〈就起信論的成立有關的史料〉（《宗教研究》新五卷十二號）,也

堅持《起信論》為印度撰述說。1929 年夏日幕京雄*〈論起信論中佛三身中的原語〉（《宗

教研究》新六卷三號）算是對這次論戰做了個總結。 

縱觀以上諸人文章，可以匯總為以下幾點：第一，從史料的記錄判斷是否為真諦譯，

是否是印度撰述，主要是依據《法經錄》和《四論玄義》的記載。否定印度撰述說（中

國撰述說）的一方認為既然《法經錄》將其入疑惑部，就說明當時人即對其有所懷疑，

並由此判斷其出自中國人之手（望月之觀點）。而肯定印度撰述說的一方則宣稱，列入

疑惑部只是疑其作者，而並非疑其本論（松本氏）。也有人認為以《法經錄》之謹慎態

度，既然未疑惑到譯本，就應當還是馬鳴所作（鈴木氏）。更有甚者認為因真諦在華時

時局變動不安，本身《法經》的記載就未見可靠（林屋氏）。而望月氏依據《四論玄義》

的記載判斷其為中國撰述，也遭到了質疑。有稱《四論玄義》的記載不過是出於古代學

者的偏見，以為《起信論》之真如緣起說與佛說相反就當是偽論（松本氏）。亦有認為

現本《四論玄義》無此記載本就降低了證據的價值，何況即便記載正確也只能作為非馬

鳴造的消極證據，而不能由此推出是否出自中國人之手（鈴木氏）。第二，將《起信論》

之義理與其他經論類比來判斷究竟是印度撰述還是中國撰述，這一部分更是五花八門，

各執己見。持中國撰述說的將其同《決定藏論》、《三無性論》、《轉識論》、《顯識論》、《占

察經》（以上望月氏觀點）、《華嚴經》（村上氏）類比，而反對派則主張將其同《奧義書》

（羽溪氏）、《楞伽經》（常盤氏）、《鴦掘魔經》（林屋氏）等作比較，結論自然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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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大乘起信論》另一譯本，唐代實叉難陀譯本對梁本真偽的佐證。

望月認為那無非是為了應付唯識宗針對《起信論》提出質疑而試作成的改本，而松本等

人則認定既有後譯本就說明前譯的可靠。最後的落腳點上，雙方自然也不一樣，中國撰

述說一方將其歸為北方地論師所作（村上氏，望月先是認為是南方論師，後也認為是北

方地論），目的就是在調和南北差異。而主張印度撰述說這邊分歧也很大，保守點的認

為既無明確證據，就還將其歸為馬鳴造，真諦譯為好（日暮氏），或者非真諦譯也應是

馬鳴造（鈴木氏），激進些的則認為作者應為無著、世親之後的其他大師（常盤氏）。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學者的論證雖然從一開始探討了些義理問題，

如分析如來藏，三身說法起源等，但後來又回歸到對史料及考據方法的糾纏，也難怪呂

澂在評價日本人對《起信論》的真偽之爭時說，「雖爭論了很多年，收穫並不大…從否

定印度撰述說開始，繞了一個大圈子，仍舊回到印度撰述說上面」28。現代的一些日本

學者，如宇井伯壽、平川彰、柏木弘雄等人還依舊主張《起信論》是出自印度人之後，

只是在時間上錯後到無著、世親之後，而他們所做的只是試圖為《起信論》在佛教史上

尋找一個合理的定位，大體上並未懷疑其學說的思想價值和在佛教理論上的卓越成就。

日本的第一次論戰對中國的《起信論》之爭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定影響，雖然在梁啟超

將論戰的內容翻譯成中文並出版前，佛學界就已經開始有批評《起信論》的傾向，但確

實是在此之後達到了一個高潮，詳細見下一部分。 

 

三、《起信論》真偽之爭的流變過程及義理分歧的焦點 

（一）第一階段：章太炎、歐陽竟無、梁啟超、太虛 

1、章太炎〈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 

日本有關《起信論》撰述真偽的爭論，國內最先提起反駁之聲的當屬章太炎，早在

1908 年即有〈辨大乘起信論真偽〉29一文，刊載於《民報》第十九號，附在〈大乘佛教

緣起說〉一文之後，其主要內容是對當時日本學者主張的《起信論》中國撰述說證據的

批駁，根據時間推測，許是回應上文舟橋一哉的觀點，現就文中主要論點歸結一二。其

一，對於《法經》所云「《大乘起信論》一卷，人云真諦譯。勘真諦錄無此論，故入疑。」

章氏認為此說僅是對譯者是否為真諦的質疑，「非是疑其本論」30，並且費長房與法經同

時，依費之《歷代三寶記》，即「足以破斯疑矣」31，況且「其後實叉難陀復有新譯，則

本論非偽，又可證知」32。其二，對於《起信論》為何不像其他馬鳴的著作流傳于中印，

章氏的解答是「西北風習，嚴重論文，不易流傳」33，並舉《世親傳》所載迦旃顏子造

《發慧論》不出剡賓國等例證說明。其三，章氏認為，從馬鳴所確證之撰述來看，只有

                                                        
28 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呂澄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頁 646 
29 在《章太炎全集》中稱作《大乘起信論辨》，此處依《章太炎年譜》和《民報》的記載。 
30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31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32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33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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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論》堪稱大乘經典，而《賴吒和羅之歌》、《莊嚴佛贊》、《十不善業道經》、《六趣

輪回經》等等，或僅是「文學之雄」，或「不足比於小乘」，「若無《起信論》，馬鳴亦何

以異于諸羅漢也？」34其四，對於從思想體系發展脈絡，先空後有，有之後再調和空有

二宗來判定《起信論》在龍樹之後，章氏也並不贊同，「若謂自空入有，有必後空，則

不知空有二宗，當分南北，而不必分古今。龍樹、提婆皆南方之教，馬鳴、無著皆北方

之教。原其異義，則以上座大眾，據地各殊，故後此所集大乘，亦不離其臭味，此不容

以古今相限者也。」35 

從章氏整篇文章來看，限於當時日本學界對《起信論》的質疑主要是在歷史文獻考

據方面，所以文中的反駁基本也是在史料或者是對思想進化論方面，並未有義理的考

量。這篇文章在發表後並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也沒有激起多方的論戰，恐怕章太炎先

生自己也不曾料到，被他三言兩語否定掉的日本學者的觀點，何以在後來會引起軒然大

波？真正的民國時期有關《起信論》真偽之爭，應當于歐陽竟無的〈唯識抉擇談〉始，

也正是因為有了歐陽先生對《起信論》義理質疑的先機，所以之後的中國論戰才不同于

日本學者有關材料真偽的考辨，而是轉向了義理真假的探討。 

〈唯識抉擇談〉並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文章，而是歐陽先生于 1922 年在南京支那

內學院講授《成唯識論》之八段十義時的講稿整理而成，依據搜集到的民國時出版的〈唯

識抉擇談〉的小冊子所記錄的時間，授課內容從民國十一年九月二日始，至九月二十二

日止，當時聽講的除內學院本身的學生外，還有梁啟超等人在內。之後不久，太虛大師

即專作〈佛法總抉擇談〉（民國十一年冬作36）與之商榷，為《大乘起信論》之合理性辯

駁。適時又有梁啟超將當時日本學者望月信亨、松本文三郎、村上專精對《起信論》考

證所做論文的主要觀點翻譯過來，並融合了自己的思想，成《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書，

發表在《東方雜誌》上，引起了不小的反應，太虛大師以非心為筆名，作〈評大乘起信

論考證〉一文對其主要理論觀點加以批駁。由此當可算《起信論》之爭的第一階段。雖

然從時間的先後順序上，是太虛與歐陽竟無的論戰在先，但考慮到思想進化之邏輯，還

是先討論梁氏與太虛的爭論。 

2、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與太虛〈評大乘起信論考證〉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主要是從文獻上和學理上兩方面考察，以此來說明《起

信論》必為中國撰述。在從文獻上考察時，梁氏認為，歷史上是否真有馬鳴尚不能成定

論，即便有此馬鳴，依據《世親傳》、《西藏傳》、《歷代三寶記》、《南海寄歸傳》等有關

馬鳴傳記的資料，都不曾道及「此人曾著《起信論》」37，由此斷言「起信論非馬鳴著也」
38，並從其所撰述之其他作品自行揣度「馬鳴乃一文豪而非學者」39，「為小乘之魁傑，

                                                        
34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35 章太炎，〈大乘佛教緣起說〉（附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民報》，第 19 號（1908） 
36 依據印順《太虛大師年譜》94 頁所載 
37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17 
38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20 
39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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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大乘絕無關係」40。至於真諦譯《起信論》之說，按梁氏說法，認為其亦不可靠，

因隋法經之《眾經目錄》將其入疑，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智昇所編《開元釋教目錄》，

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中對於真諦譯《起信論》之時間地點，又有相互矛盾之處，

其書前〈智愷序〉，也是疑點重重，而根據真諦本傳的記述，梁氏認為以上說法都不可

信，「大乘起信論非真諦譯也」41。在從義理上考察時，梁氏是從「起信論一派思想發生

之可能性與必要性而因以推論其著作之年代地方及人物」42，其依據的基本原則或標準，

就是根據西方進化論思想研究佛教教義發展史，書中認為「人智以積而增，而天道後起

者聖」43，「凡學說發達之順序，大率先有甲立，次有乙破，末乃丙合」44，像《起信論》

這樣調和眾說之圓融的思想，就應該出現在印度中觀、瑜伽之後，在中國則是地宗、攝

宗之後。並根據佛身論、心識論思想之演變，佛身與如來藏、佛身與心識、阿賴耶與如

來藏與真如等種種複雜關係，判定《起信論》從佛身論上講乃是調和兩種三身說，「採

北方地論派開真合應說建立體相用三大義，採南方攝論派開應合真說建立法報應三身之

義」45而成，從心識論上說，是解決如來藏與阿賴耶同異，阿賴耶真妄問題，「建設真妄

同體渾然一識之一元觀」46，因此，梁氏認為，《起信論》必出自擅於調和之中國先民之

手。 

太虛大師自然不能對這種質疑置之不理，在〈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民國十二年一

月二十二日47）一文中，主要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否定了梁氏及其所引日本學者以「西洋

人思想學術發達進化（即云進化之史論及科學之方法）」來分析佛教義理的觀點，認為

東方的思想與西方的科學在研究路向上有明顯的不同，西方的科學是由外境測驗得來，

也就是先從表像出發，逐漸整理綜合，日趨完備後得出更高的結論，這一方法運用到思

想的發展史上必然是按照先正，後反，再合的規律，「甲立一說而乙駁之，甲乙相駁之

下，而兩派之短畢彰，兩派之長盡露，於是有丙者起，除兩派之所短，集兩派之所長，

而著後來居上之效，故有發達進化之程式可推測。」48而東方的學術思想，尤其是佛學，

與西方科學的過程正好相反，強調的是「從內心熏修印正得來，又不然則從遺言索隱闡

幽得來」49。二者在變遷歷程上自然不同，「一是頓具漸布，一是漸進漸備」50，因此梁

氏從學理上的諸多繁瑣考察，在太虛看來，無非是「無論其有百千萬言，皆絕然一掃而

空矣！」
51至於望月等人以《眾經目錄》和《四論玄義》等六朝三唐諸家經目對《起信

論》的疑惑，太虛認為，這不過是時代動盪不安的背景所造成的，因為「南北朝諸國分

合起滅不安定，而佛教各派學者亦分合起滅不甚安定，往往有為北方佛教徒不容，而投

                                                        
40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21 
41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35 
42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35 
43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53 
44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52 
45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58 
46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70 
47 依印順《太虛大師年譜》97 頁所載 
48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49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50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51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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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者，有與南方佛教徒齷齪，而投於北者，抱一經一論以為終身之業者，是非雜出，

好惡紛錯」52，在這樣的背景下，記述上有遺漏、錯誤，或者藉端排斥對方的可能性很

大，所以那些證據並不可信。 

3、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與太虛〈佛法總抉擇談〉 

以上基本是從考據的方法和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對《起信論》有爭議，但歐陽與太虛

的對答則涉及到《起信論》義理方面了。歐陽竟無先生在演講中並未否定馬鳴在佛教史

上的地位，也未否認其是《大乘起信論》撰述者，只說《起信論》義理思想與小乘分別

論相似，因為馬鳴「學出小宗，首宏大乘；過渡時論，義不兩牽，誰能信會，故立說粗

疏遠遜後世，時為之也。」53並認為馬鳴一生所作有《大莊嚴論經》，《佛所行贊經》，《大

宗地玄文》等，其「所宏大乘不可但以《起信》一論相推測」54。但就《起信論》之「真

如緣起」之說，歐陽先生則大加批判，文中主要駁斥的觀點，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

方面。一是從「真如」本身的含義來說，「真如體義，不可說種，能熏所熏，都無其事。」
55二是「正智」、「無明」互不相容，這點也不符合香熏喻中「熏習」同時同處的要求，「熏

習義者，如世間實無於香，以香熏習擇有香氣。世間衣香，同時同處而說熏習；染淨不

相容，正智、無明，實不並立，即不得熏」56，如勉強按不思議熏，也不能成，因「世

間香熏非同其喻。又兩物相離，使之相合則有熏義，彼蘊此中，一則不能遍三性，已遍

無明；刀不割刀，指不指指，縱不思議，從何安立？」57三是根據唯識宗所說，熏習應

立種子義，「《起信論》不立染淨種子，而言熏習起用，其熏習義亦不成。」而且「其不

立正智無漏種子也，則於理失用義」58，「無漏無種，真如自能離染成淨，乃合正智真如

為一，失體亦複失用也。」
59 

要理解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歐陽先生是如何理解五法與三性的關係上。五法，即

「相」、「名」、「分別」、「正智」、「真如」，三性即「遍計所執」、「依他起」、「圓成實」，

依據文中觀點，五法中前四屬「依他起」，只有「真如」是「圓成實」，「真如」與「正

智」並立於五法中，在含義上有明顯的差別，不能混淆。「真如是所緣，正智是能緣。

能是其用，所是其體。」60真如——所緣——體，正智——能緣——用——種，是兩條

並行的脈絡，「種子是熏習勢分義，是用義，是能義，正智有種，真如無種，不可相混。」
61並且從「真如」本身來說，是不可名狀的，是遮義而不是表義，對應於三性中的圓成

實。「真簡有漏虛妄，又簡遍計所執。如簡無漏變異，又簡依他生滅。此之所簡，意即

有遮。恐行者于二空所顯聖智所行境界不如理思，猶作種種有漏虛妄遍計所執或無漏變

                                                        
52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53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1 
54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7 
55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原稿 5 
56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原稿 6 
57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原稿 6 
58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6 
59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6 
60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原稿 5 
61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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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依他生滅之想，故以真義如義遮之。是故真如之言並非表白有其別用。」62因真如如

上所述，為遮為體，正智才是真如體之用，表真如之淨用，所以歐陽先生認為「以真如

受熏緣起萬法之說」，是混淆體用之差別，是不能成立，《起信論》所述，就如同分別論

者，「無法爾種，心性本淨，離煩惱時即體清淨為無漏因，如乳變酪，乳有酪性。是則

以體為用，體性既淆，用性即失，過即無邊。」63 

太虛大師〈佛法總抉擇談〉（民國十一年作64），是針對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而

作的，因其「以之專談唯識一宗，雖無不可，而置之佛法總聚中，則猶須為抉擇之抉擇

焉。」65而抉擇的依據和標準，就是唯識宗所說之三性，即「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

自性」，「圓成實自性」。太虛依照三性抉擇佛法藏，並將其分為三類，「一者，偏依遍計

所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破無立，以遣蕩一切遍計執盡，即得證圓成實而了依他起故，

此以十二門、中、百論為其代表」66，「二者，偏依託依他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有破有

立，以若能將一切依他起法如實明瞭者。則遍計自遣而圓成實自證故，此以《成唯識論》

等為代表」67，「三者，偏依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立無破，以開示果地證得之圓

成實令起信，策發因地信及圓成實使求證，則遍計執自然遠離而依他起自然了答故，此

以《華嚴》、《法華》等經，《起信》、《寶信》等論為其代表」68。而此三宗，皆統攝一切

法無遺，但功用各不相同，「若從策發觀行而伏斷妄執以言之，應以般若宗為最適……

若從建立學理而印持聖解以言之，應以唯識宗為最適……若從決定信願而直趣極果以言

之，應以真如宗為最適。」69 

在這樣的框架下，太虛認為，《起信論》「真如緣起」之說的存在就不但是合理的，

更是有意義的了，因「其教以能起信求證為最盛用」70。以下從「真如」和「真妄互熏」

兩個角度重新理順一下太虛大師的思路，即如何論證「真如緣起」說的成立。 

首先，從「真如」本身的含義來說，太虛認為，《起信論》之「真如」乃「一切法

共通之本體，即所謂大乘體」71，其有真如體和真如相真如用的差別。「真如體上之不可

離不可滅相——真如自體相，如來藏也」72，太虛認為其等同於無漏種子，本覺，大乘

相大，「所起現行即真如用，即能生世出世間善因果之大乘用」73。真如體上之「可斷可

離相，則無明也——一切染法皆不覺相。」74也就是有漏種子，違大乘體之逆相，「所其

現行則三細六粗等是也」
75。所以《起信論》中「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生滅與不

                                                        
62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1 
63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原稿 5 
64 依印順《太虛大師年譜》94 頁所載 
65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66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67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68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69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0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1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2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3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4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5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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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梨耶識。」一句的正確解讀是，「無始攝有順真如體不可離

不可滅之本覺無漏種未起現行，亦攝有違真如體可離可滅之無明有漏種恒起現行，故名

阿黎耶識」76，也就是說，其所依是真如體上不可離不可滅之相「如來藏」，而並不是說

依「真如」而有生滅，以「如來藏是順真如體不可離滅之主，而無明是違真如體可離可

滅之客，故言依也。」77並認為如來藏不可離滅，無明有漏應離滅，正是《起信論》一

書的主旨所在。 

其次，關於「無明熏真如，真如熏無明」何以成立。太虛認為，從緣生的角度講，

《起信論》屬於真如宗，「真如宗于熏習亦兼所緣，等無間，增上之三緣之言」78，這點

不同于唯識宗所說「熏習」只有「因緣緣生」。而且三宗雖在圓攝一切佛法上無差別，

但為言教方便，對所依之三性各有擴大縮小的差別，「真如宗擴大圓成實性而縮小餘二

性，以有為無漏及離執遍計皆如圓成實，複從而攝歸於真如無為之主，唯以無明雜染法

為依他，遍計故。故此宗說三性，圓成固圓成，遍計、依他亦屬圓成也。」79由此緣故，

「真如宗……在生滅門中亦兼說於真如體不離不滅之淨相用名為真如。以諸淨法——佛

法——統名真如，而唯以諸雜染法——異生法——為遍計、依他，統名無明，或統名為

念。」80這一點不同於唯識所講，以諸法之全體名真如，「此于真如一名所詮義有寬狹」。

同樣道理，因為「真如宗以擴大圓成實性故，諸有漏雜染種說為不覺，或名不相應染」
81，「諸無漏清淨種，說為本覺，或兼真如名如來藏」82，本身就包含了種子的含義，所

以不存在因不立種子不得談熏習的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太虛大師對《起信論》的辯護，是從宏觀的角度將佛法三分天下，

而將其置於其中之一，因當時唯識學的興盛地位，所以其依據的標準仍是唯識學的「三

性」。其實從歐陽竟無和太虛大師兩篇關於義理探討的文章，基本也確定了之後論戰的

思路，就是以什麼標準來衡量《起信論》導致的理解的不同。而其焦點則主要集中在對

「真如緣起」說的探討上，這也就延伸出兩條思路，一個是對「真如」含義（也包括真

如與正智的關係），一個就是「真如熏無明，無明熏真如」的可能性。 

 

（二）第二階段：高潮，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的交鋒 

在太虛大師在作〈佛法總抉擇談〉反駁〈唯識抉擇談〉後，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

證》也已發表，依據王恩洋自述中的觀點，「時梁任公適作大乘起信論考證，根據日本

佛學界之主張而申引之，斷此論為唐人著作，西土無此書也……是此書之為偽作已無

疑。所當討論者，其教義是否正確耳。」83因此依師囑，於民國十二年作〈大乘起信論

料簡〉一文應答太虛。不料此文一出，佛學界一片嘩然，應啟之聲不斷，先後有常惺法

                                                        
76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7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8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79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80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81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82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海潮音》，1922-1923（10/11）（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附錄 
83 王恩洋〈念太虛法師〉，《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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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唐大圓〈起信論料簡之忠告〉、

〈起信論解惑〉（此文乃印刷成冊出售）、〈真如正詮〉三文，王恩洋之後亦有答常惺之

〈起信論料簡駁議答辨〉一文。因論戰雙方涉及的人物及文章篇目較多，故打破文章和

時間的限制，僅從正反兩方對戰的角度重新捋順諸位學者的思路和爭論的焦點。 

1、否定《起信論》義理的一方：王恩洋 

談到料簡，首先就存在一個料簡的依據或者說「標準」的問題，王恩洋在〈大乘起

信論料簡〉一文開篇即說，「依法正理，依佛及菩薩聖言，由聞思慧，淨比量智，而料

簡。」84而其所依之正法為二諦。一是世諦，由此引出「緣生」問題，二是第一義諦（勝

義諦），談的是「法性」問題。 

從緣生出發，是為了批判《起信論》之「真如緣起」學說，亦即「真妄互熏」之謬

誤。縱觀王恩洋文中關於緣生、何者緣生、幾種緣、幾種緣生、緣生決定義和緣生決定

相等諸問題的解答，主要是在以下三個層次質疑《起信論》。首先在王恩洋看來，所謂

緣生，是待因和緣聚會後才能生，「不無因生，不自然生。」85這樣，從「緣生」發生的

兩個條件看，須有內因（「種子」）和外緣（即其所說的「餘緣增上力」），就如同莊稼生

長，除需要有種子外，還要有陽光，土壤，雨水等外在條件的配合作用才成。「種子者，

功能也。無是功能是故不能發生如是勢用。勢用者，現行也。」86並認為若無種子而生

起善惡諸法現行，是無因外道，這是對《起信論》不立種子而談緣起、熏習的批判。 

其次，兩種「緣生」，「因緣緣生」和「增上緣生」，一是親生自果，一是同類同性

隨順增益，都不能如《起信論》所說，真如熏無名，無名熏真如，產生真妄互熏的效果。

因為如果依據因緣緣生，「無漏因不生有漏果，雜染因不生清淨果，色種不能生心，大

種不生造色，根種不生於識，乃至無明不生行，業不能生異熟。」87一旦違背這個原則，

承認異類因能生異類果，就相當於種瓜得豆一樣的荒謬。而增上緣，則「必為同類同性

隨順增益者，始能招感引發諸餘法果。」88也就是說惡業只能引發地獄餓鬼等三惡果，

不能得善果，無漏業只能引發出世間果，不能得世間果，正智無明不得互熏，「以性極

違反相障相治不相增長故」89。 

第三，除上述之外，王恩洋認為從因緣法有「種子周遍、現行對礙義」，「能生所生

性平等義」兩重特性。如前文所說，「種子」是功能潛在義，所以對於一切善染無記俱

不相違，而無礙無違造就了種子可以周遍一切（即染淨、有漏無漏並存）。與此相反，

現行是勢用義，「順違之謂勢，損益之謂用」90，由此違順、損益，進而就有了對（「順

益於此者必違損於彼，是名為對」）和礙（「助此生起者則礙彼現行，是名為礙」），並由

此具備不遍，障治的含義。所以現行並不能像種子周遍一切，而是「善染不並存，漏無

                                                        
84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2 
85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3 
86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3 
87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3 
88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5 
89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5 
90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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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不兩立」91。再者王氏認為，能生所生，皆從緣生，同在一法（「互為因果，互為能所」），

性不相異（「性俱無常」），其性平等，不能以一因生一切法，也不能一切法皆從一因所

生，而是有為從有為生，無邊種子生起無邊現行，而《起信論》的思想嚴重違反了因緣

法能生所生性平等義，「今汝真如能生萬法，萬法從真如生，而真如不從餘生，真如但

能生而非是所生，真如性常一，萬法非常一。有如是等之不平等，是為不平等因」92，

並說如果這樣的話，那「真如」就如同上帝、大梵，自然之類的性質了。「又諸法俱從

真如生，而真如是一，是則無明正智有漏無漏善染無記共一因緣。」93如此則無明和正

智，有漏和無漏，善和惡，彼此所成就之因都是一樣的了，又犯了一因、共因之過。 

從法性的角度，則說明《起信》之「真如」的含義本身就存在問題。縱觀王恩洋在

文中的敍述，是將「真如」的含義限定在以下幾個層面的：一、真如是「無為」。「真實

不虛故，如如不動故，復名真如。即此真如本自現成，是故不生。後亦無失，是故不滅。

無明雜染所不能汙，是故不垢。本來清靜，不由正智無漏乃淨，是故不淨。聖人修習所

不能益，是故不增。凡夫邪執所不能損，是故不減。如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非世間相，非變轉相，故名無為。」94二、真如是遮詞非表詞。「遮彼二我之假，顯

此無我之真。遮彼有執之妄，顯此無執之如。」95三、真如非實有、實體。「真如非一實

物，非諸法本質，非諸法之功能，而諸法之空性空相空理也。」96四、真如既是萬法，

又非萬法，與萬法非離非即、不一不異。「若當體以彰名者，實相真如，即一切法。……

若對執以顯理者，實理真如，離一切法。……若就相以詮性者，實性真如與一切法非即

非離，不一不異。」97 

從上述幾點限定出發，王氏認為《起信論》的真如完全破壞了法性的基本義理，「此

論所云真如者為一實物，其性是常，其性是一」98，這與之前所談真如非實有非實體，

乃是諸法空性自然相矛盾。「以其常故性恒不變，以其一故遍一切法，以為實物故能轉

變生起一切法，而一切法皆此真如之現象與作用。是故萬法之生從真如也，萬法之滅複

還而為真如也。」99這又違背了真如是無為，性非能生，亦非所生，不能生起萬法的道

理。至於「真如」，「無明」，「正智」其三者關係，依前文第四點即可知，乃是非即非離，

不一不異的關係，如真如是則一切皆是，「故正智固真如，無明亦真如」100，非則一切皆

非，「所言計著，一切俱非故」
101。由此，之前太虛以三性為《起信論》之真如正智無明

的關係做的辯白就是不可行的了，「以三性攝五法則可爾，若五法相望，則既立五法，

                                                        
91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56 
92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8 
93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8 
94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69 
95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68 
96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69 
97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69-70 
98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6 
99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6 
100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0 
101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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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可攝正智於真如，餘皆非耶？」102如按照這樣的解讀，在王恩洋看來，那就相當於

真如，正智，無明都是可遍及一切法的了，因為正智即包含在真如內，真如遍一切法法

性，那正智就也應該是遍一切法法性，而正智和無明俱屬有為，既然正智遍一切法法性，

那無明就也應該遍一切法法性，按這個邏輯推論下去，佛和眾生也如此，則「染淨互乖，

法相殽亂，大不可也」103。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恩洋的論證是承襲其師歐陽竟無的觀點，不過是往

前更進了一步，他在文章也強調，「又汝所云真如無明互熏習故染法淨法起不斷者，真

如無為既非能熏，亦非所熏。能熏所熏義皆不立，如何得與無明相熏習起。」104「此熏

習言因緣義故，如香熏衣無者令有名熏習故。正智無明法既各別，如何乃得相互生起。」
105「正智無明有漏無漏性極相反，能治所治能障所障，是對礙因，兩敵不並，尚不得起，

何能隨順相引相熏，作開導依增上緣。」106等等。此外，王恩洋還批判了太虛在法性、

法相外別立三宗的做法，認為「我佛說教，空有兩輪。說緣生有，所以顯示法相用故。

說法性空，所以顯示法性體故……一切法俱不離此兩輪，是故菩薩住持正法，亦不出空

有兩宗」107，像太虛這般判教為三的，乃是「誤解經論，妄逞私心，執似我之真如，說

一因之緣起，同外道言」108。 

2、支持《起信論》義理的一方：常惺、唐大圓、陳維東 

王氏此文一出，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反對其觀點並提出質

疑的原因無外乎兩個：一是《起信論》與唯識有所不同，不能用唯識的觀點揀擇指斥《起

信論》。二是認為王恩洋對《起信論》的思想尤其是其中「真如」的含義在理解上有偏

差。如常惺說「以唯識家眼光，評判一切，已不可無議，而況所斥者，仍非起信論真面

歟？」109陳維東亦稱，「王君據彼所解釋之真如而非《起信論》，復以彼自所謂之無為義

釋彼所執之真如義……既落偏見邊執之過，其料簡則有根本推翻之失」110。 

對於王恩洋對《起信論》之「真如」作是常是一是實物的解釋，常惺認為，「論名

為一總相法門體，原未指為實物，是一是常」111，並且這也是為開示眾生才立「一法界」

的假名，應該是因言會意，得意忘言，不能執著於名相。再有關於「真如轉變生起一切

法，萬法生起從真如」的指斥，常惺和陳維東都認為這只不過是王對《起信論》的誤解。

（常惺）「真如門乃顯一切法所依之體，平等不二，即一切法以論於真，非離一切法外

                                                        
102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0 
103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0 
104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9 
105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80 
106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80 
107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2 
108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72 
109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7 
110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5-126 
111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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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有一凝然實物，能生於一切也。」112況且《起信論》中「始終言攝，未曾言生」113，

攝與生一字之差，含義卻大大不同，而王恩洋的非難是混淆了論中「真如體」和「生滅

用」的差別，以「用之即具而造」非難「體之即造而據」，所以常惺在解讀《起信論》

一心開二門時說，「既云皆各總攝一切法，可知二門一切法無異，但微有具造不同；以

真如為泯相顯實門，不壞相而即泯，以法法當體即真，故即造而論於具。生滅為攬理成

事門，不壞理而成事，以理有隨緣之用，故即具而論於造。」 114陳維東也再三強調，如

果真是像王恩洋所說，真如生起一切法，那論中原文何以說「此識有覺與不覺二種義，

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115，而不說「真如有覺與不覺…」116，並且陳認為，這裏的「覺」

是指「無漏種與現」，「不覺」是「有漏種與現」，本身就有種子的含義包括在內。 

此外，在對「真如」的解讀上，三人一致認為，《起信論》之真如在含義上比唯識

宗更廣。常惺認為《起信論》中的真如，「本合理智二者而言，能所不分」117,本來就和

唯識學以有為詮無為的方法不同。陳維東在〈料簡起信論料簡〉一文中也說，「真如」

本身的含義，理解起來就十分複雜，有「約遮詮」、「約表詮」、「約智證」、「約泯絕」，

而並非如王氏所說只遮非表，如果從表詮上說「真如」，那一切自然就說得通了，「謂如

所有性諸法真實性即真如，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即真如，圓滿成就之諸法實性即真如，

即諸法相用中離執之不變理體是真如，即諸法性體中離執之隨緣事用亦是真如」。118而《起

信論》中所談所說之真如，本就是即體談用，是有著廣泛的含義的，就包括著上面所說

的「不變理體」與「隨緣事用」。對於「真如」是「無為」一說，陳維東還否定了王恩

洋以「無」解無為義，認為「無所不為亦是無為義」119，由此真如是無為也就是「無能

可為者，真如之理體也。無所不為者，真如之事用也」120。唐大圓在〈起信論解惑〉一

文中對王恩洋的觀點質疑，他先從總體上肯定了《起信論》有關「真如」的解說。他認

為，「真如」在三性上屬圓成實，依圓成實有兩種含義，遮詮真如為空宗，表詮真如為

有宗。「圓成實含二義，一為就遮遍計所執而顯真如義，則為三論等空宗真如；一為就

表依他如幻而顯真如義，則為唯識等有宗真如。」121而唯獨《起信論》中的真如包含二

義，「義有遮有表，就圓成遣遍計而彰依他」122，也因此，「真如」有體有用，「如來藏」

                                                        
112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9 
113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9 
114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8-89 
115 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 卷)：頁 576，中 
116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9 
117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87 
118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4-126 
119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3 
120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7 
121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6 
122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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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不空。而且從真如是遮詮還是表詮的角度講，「《起信論》之真如，是以表作遮，故

云真心，云本覺，云如來藏，云法身等，皆指如如不動之本體。」123因為唯識宗是將真

如、正智相分，正智是真如體之用，所以談真如時有遮無表，而「《起信》不立正智，

則真如不可不有遮表二義」124。而在隨後的〈真如正詮〉一文中，唐大圓又兜了個圈子，

把真如繞回在非空非有，非實非虛，非受熏不受熏，能熏不能熏的問題上，來了個所說

真如，無非是「隨事對機，善權方便」125。 

從上面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出，對於王恩洋對「真如」做出的限定，非實有非常一，

三人亦是贊成的，並認為《起信》之真如也不是實有常一的，只是王氏誤判為此。但是

關於「真如」到底是遮是表，是無為性空還是同時包含不變理體與隨緣事用的解讀則完

全不同。而這樣的差別自然也會影響到對熏習的看法。 

在談到真如、無明何以能夠互相「熏習」的問題時，常惺區分了「總相真如」與「本

覺真如」的不同，「本覺真如」就是指的唯識所說之無漏種，與「無明」所代表的有漏

種相對應。而《起信論》中的「總相真如」是「攝用歸體，舉所含能，總稱一心，非局

于無為體而揀卻有為用也」126，這和唯識宗將理、智相分，能、所相區別談「真如」大

不相同。而「真妄互熏」中的「真如」，則是指「本覺真如」，因《起信論》原文就有「一

者淨法，名為真如」127一說，所以常惺認為「既指真如為淨法；是知此能熏之真如，非

真如門中之『總相真如』，乃生滅門中之本覺也……若知能熏之真如非總相，則無為無

用諸難，亦無待解釋。」128至於是否符合緣生之說，常惺認為，「非一非異，乃可成熏，

以一體異用，而可互作增上故。是以本覺真如與無明，生起現行雖異，而本體無二，實

可互作增上」129。也就是說，此中之本覺真如與無明，本就均來自總相真如這一本體，

既然是一體之二用，自然談不上性極相反不能做增上緣之說。陳維東則認為熏習是「濡

染義」﹑「陶煉義」，所以「凡有關係可容者皆得相熏」，並且「受熏者，謂由容受濡染陶

煉而起變易轉異也。故法體松疏者，皆可受濡染陶煉之熏習。」130唐大圓認為唯識宗為

建立因果不亂，所以立有漏無漏種子談熏習，根據種子本身的含義，就不能有漏生無漏，

異因生異果，而《起信論》的熏習本來就和他不同，「唯識所言是種子熏習，亦名因熏

習，故其說能熏所熏。」131「惟《起信論》不立種子，則所言熏習，多是現行，亦增上

緣」
132，而增上緣亦非王恩洋所說，僅限同類同性隨順增益者，並舉《成唯識論》的說

                                                        
123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9 
124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40 
125 唐大圓，〈真如正詮〉，《華國》，1924,1(9):頁 68 
126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90 
127 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 卷)：頁 578 上 
128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90-91 
129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91 
130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23 
131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8 
132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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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為「若有法有勝勢用，能于餘法或順或違。而真如之熏無明與無明之熏真如，亦

是與後生異法，能為違緣」133。 

關於何以不立種子而熏習可成的問題，陳維東認為《起信論》中的有漏、無漏也是

各自有種的，「無明熏真如」中的無明，「指一切戲論與有漏現行言」，真如則是指「無

漏種即依無漏種所俱之淨功德言」，「真如熏無明」中的真如，「指無漏教及依無漏教所

起聞思修言」，無明是「有漏異熟與一切染種言」。134而唐大圓則認為，立不立種子的問

題純屬言教方便，《成唯識論》之所以立種子談熏習，是為破除外道一因生，多因生，

無因生這三種妄執邪念，「無因生則違緣生法，撥無因果，一因生則計梵天上帝等生，

多因生則計微塵世性等生，成種種不平等因，其過無邊，故不得不立種子」135。既然諸

佛說法本來就是為對時機，方便言說，那如果不是為了破除以上種種執念，是否立種子

就是不必要的了，「《起信論》依一心解釋心真如心生滅二門，以真如門從體攝用，說空

不空，以生滅門就用顯體，說覺不覺及染淨熏習等，體用昭著，因果曆然，故可不立種

子。」136所以《起信論》中的無明熏習真如起染法不斷，「非有漏種子熏生無漏，但以有

漏現行違反無漏淨法，斯名因無明熏而有染相也」137，而真如熏習無明，「亦非無漏種子

熏生有漏，但以無漏現行違反有漏染法，斯名真如熏而有淨用也」138。並且認為如果真

如與萬法毫無交涉，則「必同龜毛兔角」139。140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論戰到這一階段，已經明顯有了將唯識與《起信論》相區分

的傾向，將唯識的歸唯識，起信的歸起信，如常惺在談到「真如」、「正智」是否能互攝

之類的問題，就明確的認為名相絲毫不亂，不能互用互攝，只是唯識一宗的要求，像性

宗的名相就常開合不定，而「起信中真如既為總相，未以五法對論，有何不可總攝一切」
141。而所有的矛盾，一言以蔽之，都可以用佛方便言教來化解了，唐大圓在最後的〈真

如正詮〉中就來了個和漿糊的說法，認為歐陽所說真如但遮非表，王恩洋所說真如實無

體用和熏習，「此二皆是迷人妄執而悟者施救也」142，並稱「歐陽師徒，以大慈悲，行菩

                                                                                                                                                                             
頁 138 

133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8 
134 陳維東，〈料簡起信論料簡〉，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0 
135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頁

136 
136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頁

136 
137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8 
138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38 
139 唐大圓，〈起信論料簡之忠告〉，《佛光月報》，1923（4）（民國十二年九月二日）：研究 2 
140 《起信論料簡之忠告》中，對王恩洋所說之「緣生與之商榷」。如王恩洋所說以一切緣即一切法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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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切緣亦從緣生。」唐就此認為，真如亦應是一切法，既然是一切法亦應由緣生，既有緣生則也能

生彼緣。「又真如既不生一切法，亦不從一切法生，是真如與一切法毫無交涉，必同龜毛兔角」。 
141 常惺，〈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學衡》，1923(23):頁 93 
142 唐大圓，〈真如正詮〉，《華國》， 1924,1(9):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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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道，一則就古德言，微顯闡幽，使人得其正解，一則就迷法者，解粘去縛，使之歸趨

中行。其所呵斥，非斥起信，實呵斥執起信者，是故世之學者，讀古今書，應善會通，

不可因呵起信而薄歐陽師徒，亦不可因歐陽師徒之呵而薄起信」143。這也算是符合他所

說的研習佛法「不可無辨，亦不可過辨」了。 

 

（三）第三階段：圍繞〈起信論唯識釋〉的爭辯 

太虛大師于其後一年（民國十三年冬）復作〈大乘起信論唯識釋〉一文，是從唯識

學的角度對《起信論》的義理重新解讀，企圖找出二者的融合之處，寫成之後即由佛學

院成書出版，寄贈支那內學院，並於書面題請批評，王恩洋遂作〈起信論唯識釋質疑〉

一文指摘其觀點，太虛亦作〈答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回應，此三篇應答，可算真偽之爭

進入第三個階段。二人爭論的焦點，大致可分成三個方面： 

1、依菩薩心境解《起信論》之義理 

雖然太虛大師在篇首談到寫作因由時說，「今以時人依據成唯識論，對於此論頗多

非撥，而主張此論之賢首家說，又不足祛除其迷謬，乃從《成唯識論》尋得此論說之依

據點，示全論之宗脈」144。但縱觀全文，其最突出強調的觀點和整個論證的落腳點則是

馬鳴以八地菩薩心境造此論，以自證現量智境為依據。「世傳馬鳴論主為第八地菩薩……

而聖位菩薩之造論，皆依自證現量智境，宗本契經，闡揚深悟，上求大覺，下化含情。

由此觀之，則馬鳴造此論……而自有其自證現量智境為依據也。」145這就相當於將《起

信論》的義理判斷的標準「特異化」和「獨立化」，認為其「必非世親及賢首等未得自

覺聖智境界，唯取聖言為依據者之比」，而「契經或反為其造論之注腳」146，不僅唯識宗

的批判不對，連法藏以淨心緣起來釋《起信論》也有一定的問題。這種「特異化」和「獨

立化」集中表現為菩薩與眾生、佛的差別及融通上，一方面，太虛極力強調菩薩心境與

眾生心境和佛心境的不同，「登地以上菩薩心境，與異生心境及如來心境有不同者，異

生心境是純有漏，無分別智從未現行，無始恒行不共無明──具說應云染汙末那──從

未暫斷現行，故從未一剎那頃現證真如。如來心境是純無漏，無分別智恒時現行，一切

染法已永斷盡，故亦永無一剎那頃不證真如。」147另一方面，又將《起信論》之「一心

二門」的融通特點歸結于菩薩心境的融通上，認為「菩薩心境，則有時有漏同異生，亦

有時無漏同如來，有時執障相應染法現行，亦有時智證真如而無明暫斷現行。」148這樣

                                                        
143 唐大圓，〈真如正詮〉，《華國》， 1924,1(9):頁 68 
144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09 
145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0 
146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0 
147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0-1411 
148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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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將染淨二法都歸於一心。 

對於太虛以馬鳴依菩薩心境造《起信論》的說法，王恩洋並不認可，認為諸佛菩薩

說法立教無非為普度眾生，所依應是眾生心境，而不是菩薩「自證心境」，更談不上非

凡夫境非佛境的說法，而且就《起信論》本身觀之，也是「固以眾生菩薩佛一切境界並

說也」149。 

2、對眾生心、如來藏、真如的重新解讀 

要理解「真如」，則先要理解什麼是「眾生心」，什麼是「如來藏」，因為三者在《起

信論》中有著千思萬縷的聯繫，「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

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

自體相用故。」150如果從依菩薩心境造《起信論》的觀點出發，太虛認為「眾生心」和

「如來藏」都可以做出不一樣的解讀。如前所述，《起信論》以大乘法，謂眾生心，「此

當大乘法之眾生心，唯依據亦有漏可代表六凡，亦無漏可代表四聖之地上菩薩心，能說

明之。」151就太虛看來，這一「眾生心」，因為攝無漏現行，所以不能指「異生心」，又

因為生滅門中攝有漏，所以也不能指「如來心」，並且因為其攝生滅，所以也不能指「真

如性」，所以只能是亦有漏亦無漏之菩薩心境，歐陽竟無王恩洋等依據異生心來非難《起

信論》是不恰當的，同時也強調這裏的「眾生心」也不是天臺、賢首所解讀的「真如」。

同時，太虛還將菩薩心境下的「如來藏」定義為「空不空如來藏」，與異生心境的「空

如來藏」和佛心境下的「不空如來藏」相區分，因為其乃是「一分有漏非，一分無漏是」，

並指此論中的的「如來藏」乃是指「菩薩心無漏現行時，根本後得智及二智所相應、所

緣了、所變現、所攝屬之無量數清淨心而言。」152 真如仍是不變不異，諸法離言之自相，

「一一心行，一一質點，乃至一一法之離言自相，皆即真如，無變無異，常如其性，非

一非多，遍如其性，故是心真如相，即一切法離言自性。」153真如亦是假名，只為開示

未悟，才將菩薩根本智現證真如說成有空不空二義，而其中的不空義，就是上文所說之

依菩薩心境的如來藏，「是能顯之二空智及二空所顯真如與諸淨法」，「此即遣遍計執、

斷染依他後之淨依他分及圓成實，此可總名為圓成實，故亦可總名為真如」154。即由如

來藏——真如與淨法——淨分依他起和圓成實——總名圓成實——總名真如，並認為不

應以此處之「不空真如相」來非難論中真如體的實際含義，這裏很類似太虛在〈佛法總

抉擇談〉中對三性的劃分，也是擴大了圓成實所包含的範圍。 

王恩洋認為太虛對「真如」的解讀，「圓成實」俱攝「真如」和「淨分依他起」，乃

                                                        
149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5-136 
150 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 卷)：頁 575，下 
151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2 
152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4 
153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3 
154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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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有為無漏，無為無漏為一體，這點他並不贊同，「以吾人之所見，則無論小乘大乘

諸講法相者，莫不以真如為無為法，從未有以真如亦為有為者」155。其實我們可以看出，

這又是繞回三性和五法的關係上了，在唯識宗看來，三性是三性，五法是五法，異類相

攝可以，即三性可以攝五法，同類相攝就不行，「若以真如立名，則真如者對相、名、

分別、正智四法，而立法與法性不即不離，就不即言，則相、名、分別、正智四法都非

真如也，就不離言，則相、名、分別之與正智俱即真如也。」156「今以真如攝正智然則

色蘊眼處等亦可攝入受蘊耳處等耶。法相不可亂，是瑜伽唯識造論必遵之規律。」157 

3、對「熏習」的看法 

太虛對真妄熏習的解讀仍然是出自同一個套路，最先要解決的就是有漏無漏，染淨

如何並存的問題，其次才是互相熏習，而這一切得以可能，全賴其所說的菩薩心境，「此

菩薩心有漏無間導生無漏，既可上同如來，代表四聖；無漏無間導生有漏，複可下同異

生，代表六凡。」158並以有漏無漏之菩薩心境重新解讀的「眾生心」來釋義「一心開二

門」的中心思想，「是心，依地上菩薩心說，有漏無間無漏現行，根本智相應心心所，

親證真如，後得智相應心心所，變緣真如諸法，故攝出世間一切清淨法；無漏無間有漏

現行，初地以上俱生二執、二障，或八地以上俱生法我執、所知彰相應心心所聚，變緣

諸法，故攝六凡世間、或三乘世間之煩惱業果一切不清淨法。」159這樣，在重新解讀如

來藏和真如含義的後（具體見上文），太虛認為如來藏有生滅心和忽然起念而為無明，

真如能熏受熏從其含義中就能明瞭了，因為在解釋四法相互熏習，起染淨不斷時，太虛

認為，「今以一切無漏淨法，概名真如──猶以真如及依他起清淨分概名圓成實──皆

離言自證故」160，「今以一切非異熟性之煩惱障所知障品，概名無明，皆不離恒行不共無

明故。」161就是說此處之真如和無明，相對照唯識宗的名相，都有含義擴大的因素在裏

面，乃是一切淨法染法的通稱。「此之四法，在菩薩一剎那心中無間而現起時，則有熏

習之義。」162於此則是強調等無間緣來說熏習，無明熏習真如是，「菩薩無漏心境實無於

染，以無始無明等所熏習氣力故，忽然而起有漏雜染心相」163；真如熏習無明，「眾生無

始無明等有漏心實無淨業，以內具真如與無漏種為本因，及如來真如等流身教為增上緣

                                                        
155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3 
156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3-134 
157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4 
158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1 
159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13 
160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41 
161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41 
162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41 
163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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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熏發熏增無漏習種則有淨用」164，即是強調出等無間緣外亦有增上緣的功效。 

王恩洋反駁太虛以「等無間緣」說熏習，認為太虛即以「唯識釋」冠名其文，就應

該按照唯識宗的立義來闡釋，「然考諸唯識諸書，於第一義有以等無間緣說緣生乎，有

以等無間緣說熏習者乎？」165王氏認為不以等無間緣說緣起的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等

無間緣和所緣緣，對於諸法緣生，並不像因緣和增上緣那樣是所必須的，「等無間緣依

心、心所法前後開避引導，而立色法之生，即不具此色法唯從因緣增上二緣生故。故一

切法因緣增上二緣必備……而等無間或有或無，故不依之說緣生。」166二是「等無間緣」

勢劣而作用微弱，「等無間緣於心、心所開避引導，用在消極不在積極，用在滅時不在

生時……而諸法之用唯在生時，不在滅時。故增上緣增上之力強，而等無間緣引導之勢

弱也。」167如此勢用在消極在滅時的等無間緣，並不能與增上緣抗衡。既不能以等無間

緣說說緣起，那以等無間緣說熏習就更不行。因為「一言熏習即有能熏及與所熏，而此

二者定必同時俱現和合而轉」168，等無間緣如前所說，乃是「已滅心、心所望，現生心、

心所立」，其所滅者和其所立者，一個在過去，一個在現在，時間不相同，不符合同時

俱現，也就不能和合而轉。況且從能熏所熏的角度講，「所生後法非定無記，故非所熏。

而無間緣無勝作用，亦非能熏」169，由此主體也不滿足。並且王恩洋認為，就《起信論》

所說之「熏習」本義，指的也不是「等無間緣」。 

對於王恩洋的反駁，太虛後亦作〈答起信論唯識釋質疑〉一文，其所述基本還是澄

清上述的觀點，在文章的最後太虛寫到「初地菩薩，始證法性，得大歡喜，樂說無厭，

王某亦爾。久知吾知其即當無言也」170，事情到此，就進展不下去了，連王恩洋自己也

說「予覺其言而笑曰：予可以無言矣」171。此爭論之餘音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呂澂

將《起信論》與《楞枷經》作比較，認為其脫胎于魏譯《楞枷》，而魏譯本就「文品稍

譯，而聖言難顯，加字混文，著泥於意」172，那以此為依託的《起信論》就更是錯上加

錯，遠離聖意，呂澂要批判的不只是《起信論》，認為中國隋唐的佛學，也因受《起信

論》的影響，變了質，喪失了佛學的真精神。此乃後話，非筆者要討論的內容，不復贅

言。 

 

四、《起信論》真偽之爭引發的思考——是非與價值構成的二元矩陣 

從上面整個義理爭辯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出，圍繞著「真如」，就必然談到體用的

問題，由此就牽涉到「真如」、「正智」、「圓成實」的理解，亦卽對「五法」、三性的理

解，而又回到「真如」是遮詮還是表詮的問題上。如歐陽竟無與王恩洋師徒就認為「真

                                                        
164 太虛，〈起信論唯識釋〉，《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法相唯識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1442 
165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1 
166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1-132 
167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1-132 
168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3 
169 王恩洋，〈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內學》第二輯（1925，民國十四年）：頁 133 
170 太虛(釋者)，〈答起信論唯識釋質疑〉，《海潮音》，1926（6）（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頁 27-30 
171 王恩洋，〈念太虛法師〉，《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651 
172 法藏在《入楞枷心玄義》中對魏譯本《楞枷經》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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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體，「正智」為用，真如不能同時涵攝同為五法中的正智，真如是遮詮而非表詮，

而太虛則強調擴大真如的含義，同時包含真如體和淨法，常惺等也強調真如即是理體，

亦可隨緣而動，既是遮詮又是表詮。而講到真妄互熏的問題，就涉及到「熏習」是不是

要立有漏無漏種子，也就扯到「緣生」的問題上，究竟是因緣緣生，等無間緣，增上緣

等等，但核心還是在對真如含義的理解上，以及「一心」中染淨如何並立的問題上。其

實從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不論如何爭論，總是像有個死結解不開一樣，不停的圍繞

著那幾個問題兜圈子。 

 
（一）當代一些學者對兩派的劃分 

當代的一些學者，尤其是前文綜述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般是將參加《起信論》真

偽之爭論戰的人物劃分成兩派，並在此基礎上歸結矛盾的焦點。如杜繼文認為對《起信

論》的教理價值，「歐陽漸一系與太虛一系的評估有相當大的差別，但把它看作是中國

佛教的基本精神所在，則完全一致。」173黃夏年則稱，早期也就是民國時期的起信論之

爭，「反映的是僧界和居士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看法」174。這方面論述最多、觀點最

為特別的應屬葛兆光，在〈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

向〉一文中，他認為一方是站在佛學研究立場的「唯智派」（歐陽竟無一系），「要建立

的是一個純粹的佛學體系，眼睛始終盯著作為終極真理和人生哲學的佛學理論」175，另

一方則是站在佛教運動立場上的「適世派」（太虛一系），「要建立的是一個健全而有組

織的佛教運動，眼睛始終盯著作為人類終極皈依的佛教信仰」176，而不論是明褒暗貶，

或是前後矛盾，無非都是在「為佛教爭生存空間」177。 

 

（二）筆者的觀點：是非與價值構成的二元矩陣 

如果我們將對《起信論》是否為印度撰述作為真偽判定的標準，而將其義理是否符

合佛說作為價值評價的體系，在重新審視上述有關《起信論》的真偽之爭後，就會發現

有趣的現象，即是非判斷和價值判斷本身並不能統一，對《起信論》持假的一方可以肯

定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同樣，認定其為真的一方（即印度撰述說）的也未必認可其本

身的思想，但還有些人則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和目的堅定的將是非與價值劃定在同等的範

圍上，真則有價值，假則須批判。尤其是如果將處於相同背景下，知曉此事卻未參加論

戰的同時期的思想家的觀點引入，如梁漱溟、周叔迦、陳寅恪，就會發現，單純的將這

次爭論判定為居士與僧界，或者歐陽與太虛一系就不那麼合理了，所以筆者還是更傾向

於將上述的問題歸在是非與價值構成的二元矩陣的框架下來考量，前文花費了如此多的

                                                        
173 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333 
174 黃夏年，〈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普門學報》，2001（6）：頁 17 
175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 
176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 
177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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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和精力，也無非是分析清楚當時論戰諸人的基本觀點，下面就結合當事人對《起信

論》本身的評判再重新還原當時論戰的場景。 

是非與價值構成的二元矩陣： 

中國撰述/讚揚 印度撰述/讚揚 

中國撰述/貶低 印度撰述/貶低 

 

章太炎——承認印度撰述，貶低起信論 

首先對這一問題有看法的是章太炎，姑且可以將其看作是居士行列的一員，但他對

日本人有關《起信論》中國撰述說的看法是持否定意見的，亦即承認《起信論》為真，

這在上文是探討的十分清楚，不過他對《起信論》的義理本身卻存在著質疑，認為其和

《楞伽》一樣，「都把海喻真心，風喻無明，浪喻妄心。但風與海本是二物，照這個比

例，無明與真心也是二物。海的外本來有一種風，照這個比例，心的外本來也有一種無

明」178，並認為這和數論把神我與自性區分為二的見解無本質差別。 

梁啟超——否認印度撰述，同時又大加讚揚 

再看梁啟超，他引日人望月信亨和村上專精的觀點，言辭鑿鑿的將《起信論》判為

中國人的作品，這毫無疑問是將其歸於偽的一方了，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起信論》價

值的評價，甚至不客氣點說，正是將《起信論》歸於中國撰述說，才讓他對《起信論》

有了如此高的評價，並感到異常的幸福和滿足。他在文中多次強調，「前世共指為二千

年前印度大哲所撰述，一旦忽證明其出於我先民之手，吾之歡喜踴躍乃不可言言喻」179，

「得此足以為吾思想界無量增重」180，「吾輩生千年後，睹此巨大崇貴之遺產復歸本宗，

不能不感激涕流也。」
181他不僅是感到歡喜踴躍，感激流涕，同時還將《起信論》放在

佛教發展史上一個最高的位置，認為「蓋取佛教千餘年間在印度中國兩地次第發展之大

乘教理，會通其矛盾，擷集其菁英，以建設一圓融博大之新系統。譬諸七級浮屠，此其

頂也。」182 

歐陽竟無、王恩洋——否認印度撰述，貶低起信論 

雖然在歐陽竟無先生那裏，還未將《起信論》歸在中國撰述說上，但批判的意圖已

經十分明顯了，認為《起信論》不立種子，頗與小乘分別論相近，「立說粗疏遠遜後世」，

「以至教正理勘之，《起信》立說之不盡當也又如此；凡善求佛法者自宜慎加揀擇，明

其是非。然而千餘年來，奉為至寶，末流議論，魚目混珠，惑人已久，此誠不可一辨也；

今故因論正智有種而詳言之也。」183並認為馬鳴大乘宗師的稱謂不可以此論來斷，還對

真如緣起理論作了批判，此在上文以有詳述，不復贅言。 

王恩洋在其老師的基礎上更是前進了一大步，不止認為其非印度撰述，在〈大乘起

                                                        
178章太炎，〈論佛法與宗教、哲學以及現實之關係〉，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章太炎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13 
179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序 5 
180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序 5 
181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序 6 
182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50 
183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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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論料簡〉一文中更是對其義理進行嚴厲批判，直接斷其為，背法性，壞緣生，違唯識，

非佛教論。並認為「自來相似正教，諸偽經論雖無量種，而流行最廣立義最乖者，《大

乘起信論》一書為最」，「固出於梁陳小兒…貽諸後世習尚風行，遂致膚淺模棱剗盡慧命」
184。其在〈五十自述〉中回憶當時論戰的情況時說到，在梁啟超著《大乘起信論考證》

後，當時佛學界「或以為理實書真，或以為書偽理真」185，而這兩點，在王恩洋看來都

是要不得的，「乃云書真者，固無以救於書之偽。以為理真足以超越性相者，則且以大

乘經論皆為偽作矣。」186之後在〈念太虛法師〉一文中，因述及於太虛的相交往來，又

再次提到，「洋為答佛法總抉擇談，不得不重讀起信論。及反復讀之，益覺其陳義之誤，

與般若瑜珈大相杆格。」187而以王氏的判教，除空有二宗外別無他法，自然是不承認《起

信論》在佛教中的地位了。 

太虛——承認印度撰述，讚揚起信論 

在這些人中，對《起信論》維護最積極的要算太虛大師莫屬了。太虛大師于民國七

年在王國琛家開講《起信論》，編《大乘起信論略釋》，隨後在民國九年，在龍華寺開講

《起信論》，又有《起信論別說》一文，在聽聞歐陽竟無對《起信論》的非議以及梁啟

超的考證後，未及觀得全文就奮起救之，並將當時武漢佛教人士對梁、王二人爭辯的文

章，集結成《大乘起信論研究》，同時又刻慧遠《起信論疏》，以顯此論在歷史中的意義，

用其弟子的話說，大師「維護《起信論》之教權，用力可謂勤矣！」188這是因為《起信

論》乃是太虛所宣揚的人間佛教大乘佛法真義之精髓所在，「欲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即

需發揚大乘佛法真義。大師所推重之大乘真義，即中國台賢禪淨共依之《起信》《楞嚴》。」
189而唐大圓也稱《起信論》的義理乃是，「大慈大悲，隨順眾生之權巧方便，實非後世不

顧眾生根機一意高談者所能夢見。」
190 

局外人的觀點——周叔迦、梁漱溟、陳寅恪 

在眾多的有關《起信論》之爭的文章中，大家聚焦的焦點似乎都在支那內學院與武

漢佛學院兩派的交鋒中，甚至由此劃分出佛教徒與居士學者的分歧與對立，這是不完全

的，起碼從梁漱溟與周叔迦二位學者的觀點中就可以看到與此相悖的地方。 

梁漱溟在《勉仁齋讀書錄》中即有寫到，「楊仁山先生為近百年佛學開山祖師，指

教人讀《大乘起信論》、讀《楞嚴經正脈疏》，我皆從而大有啟迪。內院歐陽先生既為仁

老門下，其徒呂秋逸諸君更屬後學，乃其言論主張竟然大反乎仁老的訓示，貶斥《起信

論》及《楞嚴經》。」191「我非盲從於人者，對於此經此論卒相信內院之批判不誣。然而

不從考據角度來說，我又覺得此兩書內容所發揮者仍然代表佛家，不必排斥。」192從這

                                                        
184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83 
185 王恩洋，〈五十自述〉，《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87 
186 王恩洋，〈五十自述〉，《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87 
187 王恩洋，〈念太虛法師〉，《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651 
188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02 
189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71-72 
190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43-144 
191 梁漱溟，《勉仁齋讀書錄》，《梁漱溟全集》第 7 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1993）:頁 855 
192 梁漱溟，《勉仁齋讀書錄》，《梁漱溟全集》第 7 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1993）:頁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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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也可開出梁漱溟雖然沒有直接否定歐陽竟無等人的觀點，但也委婉的承認了《起信論》

的價值，而不是採取斷然否決的做法。 

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193講到〈起信論一心二門大意〉時曾對《起信論》真偽有

簡單扼要的看法，認為世人對〈智愷序〉的懷疑，即根據「吾早值子綴緝經論，今譯兩

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來判定智愷在天嘉中期才在嶺南遇真諦的說法，是因為不知

道智愷與真諦早年就曾相遇過的誤解，並認為〈智愷序〉的記載，「如是證信、時主、

處眾無不分明，何可不信」194。而隋《法經錄》入疑只不過是因為「蕭勃以反誅於始興，

是故此論陳代流通甚寡」195。所以說《起信論》前的〈智愷序〉是可信的，那《起信論》

的真偽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陳寅恪在 1948 年也有對《起信論》史料真偽的考證文章，即〈梁譯大乘起

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196一文，認為序言的真偽與本論的真偽不能並為一談，從佛

經以外的文獻和方法考證，〈序》中關於年月地理的記載還有對官制掌故的熟悉程度（蕭

勃黃銊大將軍一職）知其「乃實錄，非後人所能偽造者也」197，至於是否為智愷所做不

能確定，但絕不會是後世僧侶偽造。筆者認為上述諸人中，如果說真正的是站在歷史的

觀點，科學的觀點，史料的觀點來判定真偽的，恐怕也就僅陳氏一人而已。 

 

（三）試探討二元矩陣形成的原因 

1、立場還是目的？  

梁啟超和太虛、常惺等的分歧，源於他們並非站在一個立場對話，其實梁自己在開

篇中也說「今吾輩以歷史的眼光談佛教，中間有許多的觀念及事實，與疇昔一般佛教徒

所信者相選絕。」198並認為「今後而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當自歷史的研究始。」199甚

至還說，「本論是否符合佛意且勿論，是否能闡宇宙唯一的真理更勿論，要之在各派佛

學中能擷其菁英而調和之。」200對於一個教外之人，一本佛教經典是不是符合佛意自然

是可以放在一邊的，但對於佛教徒，尤其是正在身體力行踐行人間佛教的太虛大師而

言，又怎麼可以置之不理？太虛在〈評大乘起信論考證〉中就說，「一切佛法皆從釋尊

菩提場朗然大覺之心海中所流出，後來任應何時何機所起波瀾變化，終不能逾越此覺源

心海之範圍外。此于佛法具信心者，任何人當不承認之者，若並此不承認，則根本上且

不承認有佛，更何論佛法耶？」201在一個信仰者的眼裏，經典是不能質疑或者考據的。

何況《起信論》在中國佛學位置上又極為特殊，對它的批評，「在以《起信論》為中國

                                                        
193 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07-1908 
194 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07-1908 
195 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07-1908 
196 陳寅恪，〈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眞史料〉，《燕京學報》，1948(35):頁 100-104,310-311 
197 陳寅恪，〈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眞史料〉，《燕京學報》，1948(35):頁 100-104,310-311 
198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1 
199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序 6 
200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序 5 
201 太虛（非心），〈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海潮音》，1923（1）（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言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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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准量者，實感有根本動搖之威脅」202。 

另一方面，梁氏也並非如他所說，完全是按照學者的眼光來看待《起信論》的真偽

問題，而是具有很強的目的性。按照歷史的、科學的方法，凡事有破則應有立，這在日

本學者看來也是必然，所以望月信亨最後的落腳點必定是為《起信論》找到合理的撰述

者，但這在梁啟超看來竟然成了不必要的，所以書中雖大講特講《起信論》非馬鳴撰述、

非真諦譯，但當談到其可能的作者時，梁氏大概認為，只要是中國人就可以了，究竟是

誰本來也不是他想要關心的問題，「望月之意，總以為是當時某派論師，欲立一說以戰

勝他派……乃托于馬鳴真諦以自重……務得其人以實之。吾以為此不必也……安知非當

時有一悲知雙圓之學者，憫諸師之鬥爭，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論以藥之，而不欲以名示

人……及既傳於世，共賞其玄異而不審其所來。有好事者則謂是非馬鳴不能作非真諦不

能譯也……於是轉成作偽文矣」203。唐大圓對此的評價可算是一語道破，「梁任公素以歷

史為自任，聞歐陽氏說馬鳴由小入大等因緣，遂大喜過望，以為此可利用申我之歷史」
204。所以說單就梁啟超的觀點，恐怕要歸結於「世界主義理想和民族主義情感在學術上

的衝突」的表現了，因《起信論》在「朝鮮日本千年誦習無論矣，逮近世而英譯且有三

本，巍然成為世界學術界之一重鎮」205，恨不能證明出自我先民之手，一旦有人倡言此

說，必會歡呼雀躍感激流涕拿來引用。 

至於太虛與歐陽竟無的差異，與其歸為居士和佛教徒的差異，我倒更傾向於二人因

所處立場以及弘法目的的不同，在同樣是研習唯識學的情況下，開出了兩種不同的路

徑，「歐陽之唯識學，為窺基以後一大成就者，且彼有以唯識學涵攝一切佛法之氣概，

樹立唯識，為佛法之究竟義。此一氣概自是唯識門下之龍象，太虛大師又另有所會，而

以佛法八宗平等或大乘三宗共揚為其宗攝，以表一代涵容氣象。一博、一精、一開闊、

一專約，以顯近代中國佛學之路向。」206 

開宗立派的目的在歐陽先生那裏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在〈唯識抉擇談〉中，不單單

是《起信論》，幾乎中國的各個宗派都未能倖免，說禪宗是「盲修之徒以為佛法本屬直

指本心，不立文字，見性即可成佛，何必拘名言？……於是前聖典籍，先王至言，廢而

不用，而佛法真義浸以微矣。」207天臺、華嚴宗的興盛，在其看來則是「佛法之光愈晦」
208。而真正的佛法，唯有唯識一宗，「欲祛上五蔽，非先入唯識、法相之門不可。唯識、

法相，方便善巧，道理究竟。」209唯識是衡量一切的準繩。而同尊唯識的周叔迦先生就

未曾對《起信論》有如此多非議，更可見一般，在紀念周叔迦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座談

上談到關於如何界定周叔迦先生在民國佛學研究中的位置時，就有學者區分了周叔迦、

歐陽竟無、韓清淨以及呂澂居士的不同，認為「南歐北韓」頗有開宗立派之動機和意識，

                                                        
202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02 
203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85 
204 唐大圓，〈大乘起信論解惑〉，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5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

頁 145 
205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85 
206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8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序言 
207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1 
208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 
209 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南京：支那內學院,192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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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生是出於純粹的信仰210。 

王恩洋恐怕也有為立唯識而批《起信》之嫌，其在文中多次強調，「蓋起信論一派

思想之籠蓋佛教已千餘年已……故使法相唯識之真義無人見聞。今更益以學說進化之

論，使聖言皆成假託，為害滋甚。」211「似教既興，正法以墜，而法相唯識千餘年來遂

鮮人道及矣。」212「青蛇入座，秕糠迷目，法喪久矣，能不慨然。」213也難怪太虛和唐

大圓都以言教方便來和他們的漿糊，稱「三君之說，皆菩薩之方便，蓋可知矣。待他日

『開權』之時節因緣一到，在三君必自有其『顯實』之談，今何用遽興諍辯哉！」214 

此外，王恩洋本人的性格中也不乏些許執拗，其在自述中稱幼年時「顧以好辯勝人，

長輩不能屈」215，且於所做之事，定要追求完美，「平生不做二等人，學儒必作聖人，學

佛自比作菩薩」216。這也使得在推崇一家之餘，過分的強調己之是，而責人之非，比起

太虛來少了些融通，使得學術的爭辯到最後成了兩派的對壘。從他二人對戰後佛教人士

對重建世界的計畫和位置的分歧中也能看到二人立場目的的不同，王恩洋始終強調佛教

徒應該守好的是自己的分內之事，「佛教徒之崗位為何？吾謂宇宙之眉目也」217，也就是

鑽研佛教義理，做形而上的理論指導，這與太虛大師宣導的佛教徒政治社會積極作救世

工作的人間佛教確實存在很大的差異。 

正像印順法師所說的那樣，「大師泛承舊傳諸宗，內院特宗深密瑜伽一系。在大師，

則辟《起信》，非清辨，類持械之沖牆倒壁；在內院，則視為顯正摧邪，勢不得已。彼

此所說，應互有是非。其立場不同，是非蓋亦難言，問題在千百年來舊傳諸宗，是否俱

佛法之真。」218 

 

2、背景  

雖然如開篇所述，學術界、佛教界有如此多的爭論，但不能忽視的是當時唯識學的

復興的背景，張曼濤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中《唯識學概論》一冊的開篇就寫到，「在

現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過程中，有三支研究的路向，值得特別注意，第一支就是唯識，第

二支是佛教史，第三支是禪宗……在此三支中，而影響思想界最深的，則又可以說，只

有唯識為最出色。」219唯識學復興的一個前提是唯識學佚著從日本的重新傳入，這得益

于被後人稱作「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文會居士，梁啟超也認為，「今逮治佛學

                                                        
210 參見《紀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誕辰一百周年訪談錄》一文 
211 王恩洋，〈五十自述〉，《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87 
212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83 
213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學衡》，1923(17)：頁 83 
214 太虛，〈大乘起信論研究書序〉，《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文叢（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80）：

頁 788 
215 王恩洋，〈五十自述〉，《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55 
216 王恩洋，〈五十自述〉，《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82 
217 王恩洋，〈念太虛法師〉《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652-653 
218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08 
219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3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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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什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起」220。而這位「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則是因其於病中讀

《起信論》而升起崇佛之心，所以對《起信論》推崇至極，曾托南條文雄在歐洲尋找《大

乘起信論》梵文本，與李提摩太用英文合譯《大乘起信論》。所以在他那個時候，《起信

論》與唯識學在個人信仰方面並不會像其後學那樣產生如此大的矛盾和碰撞。 

當然，唯識學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國復興，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即與他自身的特點和

西方文化的傳播有密切聯繫，整個唯識學體系就是建立在十分精細甚至是繁瑣的大量名

相之上，立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八識，立種子說、四分說、三能變

變現萬法，又有三性與五法相攝等關係，而其法相不可亂，乃是瑜伽唯識造論的基本依

據。這整套系統，不僅和西方體系化的哲學相類似，而其由一個名相引出其他概念也與

現代科學所要求的邏輯推理的嚴密精細有可比性，相對于中國傳統哲學注重簡約、直

觀、頓悟，唯識學可以說是一門具有體系化和組織化的學問。正像很多學者所說的那樣，

「因為它的繁密嚴整恰恰是佛教回應西洋科學的唯一有效工具」221，「西方文化傳來的結

果，竟不料掀起了一陣唯識研究的高潮。」222 

由此我們在分析《起信論》之爭時諸方態度的差異，是不能不將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的，因為唯識學的在當時的熱潮，使得「幾乎所有研究佛學的，莫不以唯識為第一研究

步驟」。太虛也曾作過〈唯物科學與唯識宗學〉等文章，認為唯識學的四分說（相分，

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可與唯物論的某些觀點相比較，來說明唯識學與科學有相

同之處。所以太虛大師在為《起信論》作辯解時，是不得不考慮到唯識學的，雖然骨子

裏是一套，但終歸表面上還是要用唯識三性來判定《起信論》在佛教史上的位置，之後

又做〈起信論唯識釋〉一文，不遺餘力的融通起信論與唯識學，這也是當時的時代背景

使然。 

3、歷史，源頭 

從更深層次來說，這種唯識與倚傍《起信論》的天臺、華嚴、禪宗等的分歧，是一

個由來已久、曆久彌新的問題，在唐代唯識宗興盛時是如此，到民國唯識學復興時亦然。

而判教往往可以成為打壓對手並同時貫通圓融的武器，在太虛及後來的印順那裏也可見

一般。 

像上文分析的那樣，歐陽一系與太虛一系的分歧，在很大方面上是來源於真如觀的

不同，而這種關於真如理解上的不同，在早期的佛性的爭論中就有所體現，因此並非沒

有歷史源頭。大陸即有學者認為，唯識宗與中國本土化的天臺華嚴禪宗各派，在佛性理

解上的差異，如主張五種種性的「一分無性」說還是一闡提人也可成佛的「眾生有性」

說，是更多的強調「行佛性」還是「理佛性」，其根源就在於真如觀上的差別，或者說

是對真如含義理解的不同，「前者把真如視作絕無生滅變化的，後者則主張真如有不變、

隨緣二義，而在經典依據上，前者以《成唯識論》為主，後者則主要以《涅槃經》和《大

                                                        
220 梁啟超，〈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梁啟超全集》第 13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3716 
221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葛兆光自選集》（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75， 
222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3 冊（臺北：大乘出版社，1978）：頁 1 



                                           

-  - 32

乘起信論》為根據」223。所以不論是歐陽竟無、王恩洋對《起信論》義理的批判，還是

太虛，常惺等對其的維護，都不可能簡單的就《起信論》而談《起信論》，因為他實在

牽涉了太多的歷史淵源，是關乎「在千百年來舊傳諸宗，是否俱佛法之真」224的大問題。 

判教本身就是中國化佛學的特點，錢穆先生在〈佛教中國化〉一文中就曾說到，「大

乘佛法究竟起於何時？佛法內部各種異論，究竟誰先誰後？在印度並不感此問題之困

擾，在中國僧人之腦海裏，一方面要將各宗各派調和融通，一面又要把歷史的線索應用

上，把其貫串成一個頭緒。此兩層工夫，正是互足互成。『歷史貫串』與『調和一統』，

這是中國文化之兩特性，用在佛法教義上，便成中國之新佛學。」225早期天臺將佛教歸

為四類，「藏、通、別、圓」，「藏」指三藏教，屬小乘，「明因緣生滅四諦理」；「通」指

般若中觀之學，「三乘同稟，故名通，此教明因緣即空、無生四真諦理」；「別」，是指除

《法華經》之外的其他大乘，因其「別前二教，別後二教，故名為別」，「正明正緣假名

無量四諦理」；「圓」是圓融之理，「此教明不思議因緣，二諦中道，事理具足不別，但

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圓教也。」這無疑是將本派所尊崇之《法華經》放于諸經之上，

將自家的圓融體系置於佛法的最高位置。同樣，華嚴宗也有自己的判教體系，法藏在《華

嚴一乘教義分奇章》和《華嚴經探玄記》中，就提出「就法分教」「教類有五」，立小乘

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圓教五類。將《四阿含經》歸入小乘教，《般若》、《瑜

伽》、《唯識》等經論歸入大乘始教，《勝鬘》、《楞伽》、《起信論》、《寶信論》等歸入大

乘終教，《維摩詰經》是頓教，到《法華經》、《華嚴經》才是圓融無礙之圓教法門。這

不僅有調和各家學說融入自己體系之目的，同時也有抬高自己對抗當時盛行之唯識宗的

實際效用在裏面。而從前文太虛對《起信論》的辯護亦可看出這一思路的延續，在〈佛

法抉擇談〉中，太虛就利用「三性」對佛法做出過依遍計所執，依依他起，還是依圓成

實為言教依據的劃分，之後在自己的判教體系裏，也是分大乘為三宗，即法相唯識宗、

法性空慧宗、法界圓覺宗，隨後印順法師在《大乘起信論講記》懸論部份，亦申述了他

劃大乘為虛妄唯識論（法相唯識）、性空唯名論（般若中觀）、真常唯心論（起信論）三

宗的合理性，這也是通過判教為《起信論》在佛法中找到合適的地位。而王恩洋則是堅

決反對在空有二宗之外別立三支的。 

所以放到歷史脈絡中去看，《起信論》之爭無非是由來已久的佛教史上對於佛性問

題，以及判教理論的延續，從更大的範圍來說，也是為以《起信論》為倚傍的中國佛學

找尋依據。就像蕭萐父〈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所說的那樣，「太虛如此維護《起

信論》，在於他意識到《起信論》與中國佛學的密切關係，故他與歐陽竟無的論爭，實

涉及到拘守印度化佛學的唯識學或是承認佛學中國化得發展這一根本義理問題。」226 

 
五、結論 

因為目前大陸學者就《起信論》真偽的判定多持中國撰述說的觀點，所以在談到民

                                                        
223 賴永海，《中國佛性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 78 
224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08 
225 錢穆，〈佛教中國化〉，《錢賓四先生全集》(19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392 
226 蕭萐父，〈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蕭萐父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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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這場真偽之爭，多認為雙方是站在對等的角度上，甚至好像是歐陽一系更佔優勢，

但筆者認為，回到民國時期那個特殊的背景，反對《起信論》印度撰述說的或者說對《起

信論》的價值持如此否定意見應當只是少數，是小部分人所持的觀點，而持這種觀點的，

也無非是由於己方特殊的目的，缺少了些客觀的考量（如前文所分析之梁任公），而歐

陽一系，從同尊唯識的其他人來看，怕也並無太多支持的勢力。再者，從民國時期各家

開講《起信論》與對《起信論》做注釋的情況分析（見附錄），也說明這場爭論並未在

根本上動搖《起信論》的地位。227 

民國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受當時日本以及歐洲學術「疑

古」風潮的影響，出現了大範圍的對傳統經典產生質疑的研習之風，所以當時人更傾向

於接受日本二手資料而不是中國原始的文獻，隨後這些觀點又被推崇佛學中國化的學者

所繼承和發揮，進而有著《起信論》乃是「有意作偽」的說法，但客觀的看待這些原始

資料，結論可能會完全不一樣。現代即有學者228提出與主流意見向左的觀點，並做過詳

細的考證。首先是關於真諦生平譯著記載的種種矛盾之處，除當時社會動盪不安，顛沛

流離的因素外，「真諦的批註應算作譯籍還是著述，歷來經錄的編寫者做法不一，而智

昇是將其批註從譯籍目錄中一律刪去，今人則特別易於相信智昇，更增添了理解的混亂」
229。其次，關於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太清四年的指摘（因為歷史紀年表中太清的年號

僅有三年），當時智昇就對此提出質疑，也被後來學者所沿襲，對於這一問題，是因為

仍為藩王的蕭繹並不承認侯景所立偽皇帝的政權及年號（即梁簡文帝年號「大寶」），《梁

書•元帝本紀》有「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

的說法，從這一點上反倒說明費長房在編寫時是忠於原始的資料的。至於脫胎于《歷代

三寶紀》的《大唐內典錄》中「大同四年」的記載，是「同四年」在後來傳抄時的筆誤

所致。書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這些經錄在年號，朝代等歷史概念的運用上並

不一致，「最『專業』的是《長房錄》和《開元錄》……隋代的《法經錄》、《彥琮錄》

以及唐代的《靜泰錄》、《大周錄》等等，對於跨朝代的譯者，著者一般以『靜態』的方

式注出，並不針對具體的譯籍譯出時的朝代來注出譯者的時代歸屬。具體到真諦，費長

房、智昇都將真諦于梁代、陳代的譯籍分別羅列，而《法經錄》、《彥琮錄》則並非如此。

如《法經錄》卷五：『《如實論》二卷，陳世真諦譯。』卷一則記載：『《金光明經》七卷，

北涼世曇無讖譯。後三卷，陳時真諦譯。』如前所考辨，各家都公認，這兩本經論毫無

疑問都是真諦在梁代所翻譯。經過檢索《法經錄》和《彥琮錄》，只有『陳真諦』的說

法，而無一處寫作『梁真諦』。」230因筆者也曾做過《大藏一覽》這種摘錄性典籍的校對

工作，深知同一段文字在搜索到不同的原文時，常常會出現五種甚至更多的的句讀方

式，這是因為在傳抄過程中，往往一段話會被省略為一句或者半句，甚至幾件事摻雜在

                                                        
227 王恩洋《五十自述》裏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因為王恩洋先生本人身體十分羸弱，在壯年時就罹患痢

疾並時常吐血，他的一位朋友就勸戒他說，是因為其作《起信論料簡》一文，「毀聖言，得罪菩薩，

毀其板並可立愈」（《王選》十 491 頁）。這也從側面放映出，在當時對起信論的批駁，其影響僅僅是

在教理層面的，對起信論信仰本身的影響不大。 
228 具體可參見楊維中《中國唯識宗通史》一書 
229 楊維中，《中國唯識宗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14 
230 楊維中，《中國唯識宗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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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句中，又時常因異體字或書寫方法的不同造成歧義，所以對上文的分析十分贊同。

而《四論玄義》中的記載，如上文第二部分所述，作為證據的材料真實性本身就值得懷

疑，因此，對於楊維中教授所說，「由於這種頑固的『疑古』心理以及民族主義情懷，

人們甚至相信出自於『均正』著作的這一『小說家』之言竟然是隋唐時期佛教界的共同

秘密，而絲毫不注意連對於真諦唯識學大力抨擊的玄奘門下弟子也未曾提出《起信論》

為中土偽撰來打倒對方，從而為自己宗派張目。這樣的現象，如果不將其納入『自由研

究』的風氣和彌散於近代中國的『疑古』甚至民族主義精神，確實是難於解釋清楚的。」
231這種說法，筆者是十分認同的。進入新世紀的今天，在佛學研究的問題上，或許我們

應該更尊崇古人的觀點而不是今人的眼光去架構歷史，在證據並非完全充分的情況下，

以更客觀的態度而不是疑古的心態去對待事實。 

全文花了如此多的篇幅，從最開始對《起信論》基本義理，爭論的歷史及現代源頭

的介紹，到第二階段對民國之爭各家各派的論點做詳細的分析，找到其分歧所在，又從

是非與價值判斷的二元矩陣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所作種種，無非是想呈現出此次論

戰的真實圖景，但通過整個過程，筆者也發現，想要給佛教或者說佛學研究定位是很難

的，早在民國時就有人喊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不管是身處教界或者身為學者，

是有信仰的佛教信徒或純粹想以客觀中立的看法研究宗教的研究員，在碰到這樣複雜的

問題時，也都難保不會陷入上文中是非與價值判斷的二元怪圈內，筆者本科時的畢業論

文就是以《大乘起信論》中的「熏習」思想為題，當時在詳讀本論之餘，也曾經對「起

信三疏」等注疏有所瞭解，但在審視起信論之爭時雙方的觀點，尤不能免于被諸位大師

的精彩論譬繞進去，覺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所以《大乘起信論》之爭給我們的啟

示就是，在「是非判斷」與「價值判斷」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檢討過去的『思

想』迄今為止的存在狀態、批判樣式以及接受方式，如果其中有妨礙思想積澱化構造化

的各種契機，並且我們能夠通過某種角度對這樣的契機提出問題, 並考察與追溯到其終

極原因，那麼，至少我們可以開闢從現在開始的前進道路。」232這是日本學者丸山真南

在探討日本思想的傳統化時的一段論述，我覺得于此作為小結也頗為恰當，起信論之爭

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片，來探討佛教思想在中國迄今為止的存在狀態、批判樣

式以及接受方式，並由此發現佛學研究未來發展的可能之路。

                                                        
231 楊維中，《中國唯識宗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47 
232 丸山真南《日本の思想》（岩波新書本，岩波書店，2002）: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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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民國時期對《起信論》注釋和講解情況匯總 

（來自《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時間 主講 內容或篇目 卷數 頁碼 

未知 桂柏華 大乘起信論科注（單行本） 135 444 

未知 筏可 在香港佛學會宣講大乘起信論 續 47 70 

未知 宋埠 宣講大乘起信論 續 66 281 

未知 濟陽破衲 讀大乘起信論捷決（單行本） 135 444 

1918 太虛 大乘起信論略釋 7 55 

1920 太虛 大乘起信論別說 148 141 

1920 圓瑛 大乘起信論講義（普覺講經會） 147 61 

1924 慧圓 大乘起信論講錄 163 419 

1926 大空 大乘起信論五重釋義 19 235 

1926 大空 大乘起信論述解 19 281 

1931 瑞生 揚州重寧開講起信論題體相用三大是一是三義 144 421 

1933 梅光義 講大乘起信論 48 13 

1933 寶靜 釋大乘起信論題（在滇佛教會講） 22 45 

1933 寶靜 大乘起信論講義（在雲南省佛教會講） 22 384 

1935 陳常諦 大乘起信論白話注解（南瀛佛教） 117 319 

1937 又信 又信法師講大乘起信論（佛化新聞） 86 407 

1939 范古農 大乘起信論講義（在省心蓮社講） 54 411 

1942 慈舟 講起信論 95 298 

1943 周叔迦 講大乘起信論（在華北居士林） 96 370 

1947 常惺 大乘起信論講要（獅吼月刊） 103 496 

1947 寶靜 餘遙佛教居士林恭請講起信論 26 375 

 


